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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

研究 

作者：王辉 王颖 季晓得 纪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评审这篇文章。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概念——辩证领导行为, 并

试图通过概念分析和实证数据, 论证辩证领导行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据及对组织变

量(一般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严谨, 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科学合理。尤其值得

肯定的是作者在本文的题目中明确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导理论的探索”, 表明了作

者的理论自信和探索勇气。  我有几个疑问和建议, 提出来供作者参考。不过, 这些疑问只是

本人的意见, 不代表编辑部, 如果与其他评审专家的意见有冲突或不一致, 请忽略本人的意

见, 听取编辑部的意见。   

 

意见 1: 本文开头的铺垫似乎没有必要。黄鸣鹏和王辉早在 2017 年就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

的概念, 与 2020 年的疫情蔓延没有任何关系。本文也没有提供解释疫情应对的关于领导作

用的内容。所以, 这一段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建议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诚如您所说, 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辩证领导行为的提出没有非常直

接的关联。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零售餐饮、住宿

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 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行业等因人

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 再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生鲜物流等科技公司

的异军突起, 疫情给中国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机遇, 而这些变化可能会深刻

影响到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开头铺垫的初衷是想说明在疫情背景下, 企业坏境

变得更加复杂, 领导者需要权衡矛盾、应对变化、关注大局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这为研究

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前提, 故在问题引入时做了铺垫。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1. 

问题提出”的导入部分增加了更为切题的描述, 并在讨论部分对这一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说

明, 详见 p.5, p.30。 

 

意见 2: 辩证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也是西方的哲学思想, 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请提供更详细的说明和证据, 本文所借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辩证思维思想, 

而不是其他辩证思维或辩证法的逻辑。或者, 请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证明辩证思维是中国人

特定的思维模式, 非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 或者辩证思维不是他们的主流思维方式。“矛盾、

变化和联系的原则构成了东方辩证思维的核心观点,  对东方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事风格产生

了深远影响”。这些特点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如何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东方所特有的？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确实需要对东西方辩证思维的内涵进行更加详细的阐

述和比较。根据您的意见, 我们重新梳理了文章的理论部分, 在认真阅读了相关文献并归纳

总结的基础上, 先对您的提问进行回答, 并将相应内容补充在正文当中(详见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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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本文中辩证领导行为是基于 Peng 和 Nisbett(1999)总结出的东方尤其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下文简称“东方辩证思维”)的三个原则提出的, 其与西方主流的

思维模式和西方的辩证法存在着很大差异, 具体而言:  

1. 东方辩证思维是东方人典型的思维方式, 与西方人典型的形式逻辑范式(Logical 

thinking)是不同的(Liu, 1974; Lloyd, 1990; Needham, 1962; Zhang & Chen, 1991)。首先, 在东

方人的思维模式当中,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事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矛盾始终贯穿其中(例

如, Nakamura, 1964, 1985)。中国人接受矛盾的普遍存在, 通过看似妥协的方法来处理矛盾, 

并时常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命题中找到真理。基于这一论证提出的东方辩证思维正如正文中描

述的那样, 具有三个维度: 1)矛盾原则(Contradiction), 认为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 肯定矛盾

双方的相互对立关系, 强调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 2)变化原则(Change), 认

为现实世界并非一成不变, 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 应当选用动态的视角, 根据事物变化

的规律找到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3)联系原则(Holism), 阐明了现实世界中事物

之间联系的普遍性, 强调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其所处情境和其他事物而单独存在。因此, 在

认识事物时, 既要考虑事物本身, 还要同时整体考虑事物所处的情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 

而西方人相信世界的永恒, 相信矛盾有可能被消除, 在理解事物时忽略整体而着重关注

局部(例如, Cromer, 1993; Logan, 1986), 东方思维所坚持的矛盾的命题与西方主流的形式逻

辑定律(Formal logic)并不相容。形式逻辑定律自亚里士多德时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传统思维方

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人通过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来回应出现矛盾的命题——即决定两

个命题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形式逻辑强调了三个不同的原则: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同

一律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A=A。具体来说,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 必须保持概念自身

的同一, 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 就必须自始至终在这个唯一确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

念。同一律的作用就是保持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是指,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即就同一对象、

同一时间、同一关系而言), 不能同时用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A”和“非 A”指称同一个对象, 

即一个判断不能既断定某对象是什么, 又断定它不是什么, 不能同时肯定两个互相矛盾或互

相反对的判断都是真的, 必须确认其中有一个是假的。如果同时肯定它们都是真的, 那就要

犯“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排中律认为,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 对于同一对象所做的两个互相

矛盾的判断, 必须肯定其中有一个是真的。由此可以看出, 形式逻辑在看待问题时排斥矛盾、

拒绝中庸、孤立静止的观点与东方辩证思维提到的承认矛盾、接受中庸、动态变化的观点显

然是不同的, 这也说明了西方主流的形式逻辑规律与东方的辩证思维原则之间存在较大差

别。 

2. Peng 和 Nisbett(1999)提出的东方辩证思维与西方辩证法也存在差异。西方的辩证法

风格从根本上与形式逻辑规律一致, 它们是以实现合题为导向, 强调稳定性、连贯性, 意图

通过整合来解决矛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三段论, 正题是逻辑预设

的前提; 反题是逻辑对立的前提; 合题则是在逻辑上, 从两个相互对立的矛盾前提中扬弃而

来的。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中, 辩证法是指一种进步的认识论或历史过程。通过对话、逻辑分

析、谈判, 甚至暴力(例如, 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 来最终解决矛盾, 实现合题。东方文化背

景下的辩证思维接受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认为对立的共存是永恒的, 认为矛盾双方是孤立的

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思想错误或不成熟的表现(Peng & Nisbett, 2000)。在东亚哲学中, 矛盾被

视为一种无需解决的冲突状态, 对立的现象, 如爱和恨, 是相互构成的, 二者缺一不可, 它

们将永远以平衡状态存在。 

3. 除了其他通常用来解释文化差异的文化价值观(例如,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 权力距离)

之外(Hofstede, 2001; House et al., 2004), 学者们认为东方辩证思维是一个特别适合解释东西

方文化差异的变量(Spencer-Rodgers et al., 2010a, 2010b; Bai et al., 201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 与北美人相比, 东亚人用一种更辩证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和自己的感情, 他们也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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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事物时使用中庸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例如, Ji 等(2004)发现, 非典爆发之后, 中国

人和加拿大人看待消极事件的观点很不同。相比于加拿大人, 中国人较少悲观, 他们在抱怨

非典疫情带来的灾难的同时, 也看到了非典疫情带来的积极效应, 如非典让大家更加珍惜生

命和亲情, 更加关心国家大事等。Choi 和 Choi(2002)的研究发现, 与美国人相比, 韩国人表

现出更为矛盾的自我概念(例如, 我很外向, 但有点害羞)。Spencer-Rodgers 等(2004)也发现了

类似的结果, 即与美国人相比, 中国人在积极和消极的自我评价方面更加能够包容矛盾, 他

们同时认为自己既慷慨又自私。此外, 平均而言, 东亚人更容易接收心理上矛盾的状况

(Psychological contradictions)(Peng & Nisbett, 1999, 2000), 对看似矛盾的现实和描述并不感

到惊讶(Choi & Nisbett, 2000), 他们对变化更加敏感, 更容忍矛盾, 认知更加整体(Nisbett et 

al., 2001)。 

上述研究体现了东西方在主流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总体来说, 东方人更多地具备辩证思

维, 而西方人更多地使用逻辑思维进行认知。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东方辩证思维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人的认可和接受。例如, 有学者发现,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具备

东方辩证思维观念的个体拥有更为辩证和平衡的价值观念(Wong et al., 2003), 同时拥有积极

和消极的自我观念(Hamamura et al., 2008;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4)。 

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 这一思维模式已经不为东方人独有, 但是总体上东方人比西

方人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而且不可否认的是, 因为这种思维模式来源于东方智慧, 因而

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这一点我们在文中进行了更清晰、更具体的阐释(正文 p. 18, p. 22), 希

望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意见 3: 尽管本文提供了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概念(例如变革领导、矛盾领导等)相比的

增益效度(incremental validity),  但本文没有进行 nom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从概念和实

证两方面区分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为或领导方式的区别。特别建议作者要考虑家长式

领导, 理由是这个概念也被某些人认为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概念, 但实际上其他国家也建

立了自己的家长式领导概念和测量方式(如 Aycan, et al., 2013)。如果作者能提供辩证领导行

为与相关概念和不同概念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可以更充分的证明辩证领导行为的价值。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仔细拜读和研究了 Aycan 等(2013)的文

章, 一致认为该文章采取的研究范式非常好, 因此我们尝试借鉴这个范式从概念和实证两方

面区分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为或领导方式。 

首先, 从概念角度出发, 我们对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变革型领导行为、矛盾型

领导行为进行了区分。 

第一, 关于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之间的区别。在郑伯埙的三元理论中, 家长式领

导被定义为一种在人治的氛围下, 所显现出来的具有严明纪律与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德

廉洁性的领导方式, 包含威权、仁慈和德行三个维度(Farh & Cheng, 2000)。其中, 德行维度

与辩证领导行为没有明显重叠, 威权和仁慈维度似乎与辩证领导行为中的恩威并施存在一

定的关联, 但仔细比较它们之间具有显著区别。家长式领导里的威权和仁慈是两个独立的维

度, 甚至有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Cheng et al., 2004; Farh et al., 2008)。此外, 有

学者主张家长式领导的三种不同形态并不一定是联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 也可分开探讨

(Farh & Cheng, 2000; 李珲等, 2014)。比如, 李珲等(2014)将家长式领导的威权、仁慈、德行

三个维度作为三个独立的变量来研究, 并发现三者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与

此类似, 领导力领域的研究者逐渐开始对威权型领导或仁慈型领导单独进行研究(如, Li et 

al., 2019; Wang & Cheng, 2010)。综上, 家长式领导里的威权和仁慈不一定同时具备甚至可能

一高一低, 而辩证领导行为强调立威和施恩的和谐共存与动态平衡, 恩和威矛盾双方可以同

时施行和转化, 针对矛盾的管理措施领导不能走极端也不能片面, 而是要时时刻刻考虑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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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和威的内涵上, 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也有差异。家长式领导的仁慈强调对下属工

作和生活如同家长般的关心, 这种关心超出了工作范畴, 还包含对下属工作之外的家庭和业

余生活等的关怀; 立威是领导强调个人的绝对权威, 并对下属进行严密控制, 涵盖专权作风、

贬损下属能力等立威行为, 下属相应地要表现出敬畏和服从(Farh & Cheng, 2000; Aycan, 

2006)。相对而言, 辩证领导行为里的恩威并施完全是针对工作任务而发出的行为(如批评与

肯定兼顾、授权与监督并重等), 并没有溢出到工作之外的生活方面, 并且恩威并施中的立威

并不强调下属对领导个人的绝对服从, 而是为了让下属完成任务而施展的威慑力。 

第二,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之间的区别。首先, 二者的研究对象存在差异。

辩证领导行为关注企业高层管理者这一至关重要的特定群体(黄鸣鹏, 王辉, 2017), 而变革

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对象包含组织中各个层级的领导者(如团队领导和中层管理者), 不只关注

高管这一特定群体。其次, 二者的内涵也有明显差异。变革型领导行为指的是领导者通过展

现其独有的特征——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 最大限度地发掘下属

的潜力来实现最高水平的绩效表现(Bass & Riggio, 2006; 陈永霞等, 2006)。辩证领导行为并

不涉及变革型领导行为中前三个维度的内容, 而第四个维度个性化关怀从名称上似乎和辩

证领导行为中因人而异这一维度有点相似, 但仔细分析理论内涵后我们发现二者还是有不

同的侧重点: 个性化关怀不仅包含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关心下属的个人实际情况、给予耐心

的教导或建议, 而且还包括关怀、帮助下属解决生活和家庭等私人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辩证

领导行为概念中不涉及的方面, 辩证领导行为更强调灵活变化。最后, 二者的关注点有所差

别, 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所有维度涉及的内容都是如何管理下属, 而辩证领导行为不仅包含了

管理人的维度(如因人而异、恩威并施、整体管理), 而且包含了如何管理企业业务和战略的

维度(如适时调整、权衡矛盾、注重协调)。 

第三, 关于辩证领导行为与矛盾型领导行为之间的区别。矛盾型领导行为指的是领导者

在工作场所中所表现出的那些看似矛盾却相互关联的领导行为, 旨在同时且长期动态满足

来自组织结构和下属的相互冲突的要求。Zhang 等(2015)首先提出了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

导行为(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 in People Management)这一概念, 它共包含五个维度: 自

我中心与他人中心相结合, 既维持亲密又保持距离, 对待下属一视同仁且允许个性化, 严格

执行工作要求且保持灵活性, 维护决策控制且允许自主性。这五个维度都是与管理企业中的

人有关的, 它们只部分体现了辩证领导行为中恩威并施和因人而异两个维度里的一些内容。

此外, 这一概念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企业中的团队领导(Zhang et al., 2015)。相比之下, 辩证领

导行为是企业高管展现的, 不仅包含管理人的部分, 还包含怎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关注环境

变化、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权衡企业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注重协调和运用全局观去整体管

理等等这些有关如何管理整个企业和组织的部分。因此, 辩证领导行为比人员管理中的矛盾

型领导行为更全面、涵盖的内容更丰富, 而且二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 

在之后的研究中, Zhang 和 Han(2019)进一步提出了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

(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 in Long-term Corporat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 它包含四个维度: 

同时保持短期效率和长期发展, 同时保持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同时关注股东和利益相关

者群体, 顺应和塑造环境中的集体力量。这个概念看似与辩证领导行为中的权衡矛盾维度有

些相似, 但是二者也存在显著区别。具体地, 在 Zhang 和 Han(2019)的文章中提到, “The 

current measurement [of PDL-CD] cannot fully captur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aradox 

management. Executives must adjust their actions according to varied situations.” (p. 52). 换言之, 

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注重在矛盾的企业发展需求和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矛盾

力量之间的权衡, 但是却无法回答矛盾型领导策略的动态适用性问题。而辩证领导行为不仅

讲求权衡矛盾, 还讲求适时地动态调整和把握全局地整体管理。在辩证型领导视角下, 矛盾

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矛盾双方也是时时变化的, 在不同的情境中, 对矛盾的权衡也需要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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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此外, 辩证领导行为不仅关注企业战略与实践方面的治理, 也强调企业人员的管理, 

而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则只关注公司整体治理问题。 

综合上述阐释, 我们认为, 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变革型领导行为、人员管理中

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存在一定相关, 但也有着本质区别。

关于这些概念的区分, 我们也在正文中(p.8-9)进行了补充。因为正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没有对

应的家长式领导的数据, 所以在正文的理论阐释中我们目前没有提到辩证领导行为和家长

式领导的区分, 如您认为有必要加上, 我们后续也可以补充进去。 

从实证上, 我们在正文中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p.20-21)对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

导行为(中、美样本)、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美国样本)、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

领导行为(美国样本)、愿景构建(美国样本)进行了区分效度的检验, 结果表明, 辩证领导行为

与这些构念存在区别。然而, 诚如您所说, 在之前版本的文章中, 我们没有检验辩证领导行

为与这些变量之间的聚合效度。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详细阅读了 Aycan等 (2013)的这篇文章, 

并试图参考这篇文章的范式进行一些分析。 

为了检验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企业长期管

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愿景构建之间的区分效度, 我们研究团队利用之前曾分别通过国内

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和美国 MTurk 平台收集过的一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然而, 之前在文

章中对中国样本的分析最终选择呈现通过 EMBA 学员收集到的问卷数据, 原因在于, 相对

于问卷星平台上收集到的数据, 我们对 EMBA 学员的组织汇报关系了解得更清楚, 对他们

的问卷填写质量也能够有更清晰的把控。至于采用从美国 MTurk 平台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 

一是因为研究团队缺乏从美国多家公司收集高管数据的途经, 二则是因为从 MTurk 平台上

收集的数据可靠性已经在之前很多已经发表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可参见对 MTurk 平台数据

使用的综述文章, Porter et al., 2019)。 

遗憾的是, 我们之前分别通过问卷星和 MTurk 收集的数据中并没有包含对家长式领导

的测量, 导致我们无法从实证上对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进行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的

检验。如果您希望我们补充这方面的实证分析, 还请您之后继续为我们明确指出, 谢谢您！

此外, Aycan 等(2013)提出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下属指导和照顾的家长式领导在高权力距离

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如, 中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威权型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和养育-任务型领导(Nurturant-task leadership)更相关, 而与变革型领导行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和参与式领导(Participative leadership)之间的关系则在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的文

化中和在低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的文化(如, 美国、德国、荷兰)中没有太大区别。然而, 由

于辩证领导行为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成熟, 我们暂时无法提出对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

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的假设, 因此, 我们接下来只是以探索性分析的角度

对我们从问卷星和Mturk上收集的中美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 而没有将这部分内容囊括在正

文中。 

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收集到的数据来自 205 位直接向企业 CEO 汇报的高层或中

高层管理者。这 205位管理人员来自各个行业, 66.8%为男性, 平均年龄 37.22 岁 (SD = 4.93), 

平均与 CEO 共事 5.69 年(SD = 2.73)。结合我们之前从 MTurk 平台上收集到的来自 175 位美

国高层或中高层管理者的数据, 我们试图检验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人员管理中

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以及愿景构建这四个变量的聚合效

度。 

首先, 我们对这五个变量在中美样本中的测量模型的构型不变性(Configural invariance)

与测度不变性(Metric invariance)进行了检验, 结果如下表 1 所示。可以看出, 在中美文化情

境下, 辩证领导行为、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及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的

测量内涵没有区别。此外, 由于变革型领导行为量表在两个样本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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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果较差, 我们参照 Aycan 等(2013)的做法, 删除了在任一样本中载荷不显著或过低(因子

载荷< 0.4)的条目, 最后保留了三维度共 6 个条目的量表。结果发现, 该量表在中美文化情境

下的测量内涵也没有区别。而愿景构建的量表因为只有两个条目, 其构型不变性模型与测度

不变性模型的自由度为负, 无法拟合数据, 故无法检验。 

其次, 分别将辩证领导行为与这四种领导行为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经过

Fisher’s Z 检验, 结果发现,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中美文化情

境下没有显著差异(Z = 1.46, p > 0.10), 然而, 辩证领导行为与愿景构建(Z = 3.34, p < 0.01)、

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Z = 6.15, p < 0.01)及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Z = 

9.67, p < 0.01)之间的关系在中美文化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 辩证领导行为与这三

种领导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中国情境下显著低于在美国样本中的相关系数。 

虽然本文没有提出辩证领导行为在不同文化情境下与其他领导行为的相关关系存在差

异的假设, 但单就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来看, 在中美样本中,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之间

均呈现弱相关, 表明中美被试均能很好地区分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 

此外, 在中国样本中, 辩证领导行为与愿景构建呈现弱相关关系, 而在美国样本中, 辩

证领导行为与愿景构建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 表明美国被试在更大程度上将辩证领导

行为视作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构建愿景。 

最后, 在中国样本中, 辩证领导行为与两种矛盾型领导均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 而

在美国样本中, 辩证领导行为与两种矛盾型领导均呈现高度相关。虽然本文没有提出相关假

设, 但是我们推测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被试对矛盾的信息处理能力比中国被试更

弱, 导致他们对辩证领导行为与两种矛盾型领导区别更弱。对此, 我们在文章的“研究局限与

展望”部分鼓励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对矛盾信息的处理能力的角度入手, 更进一步地探索辩证

领导行为在不同文化情境下与相关变量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对关键变量的预测效度。此

外, 由于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从实证的角度区分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 我们也鼓励未来

的研究可以补足这一点、更加全面地考虑辩证领导行为的法理学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 

(正文 p.30)。 

结合在正文中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p.20-21)验证的辩证领导行为与这四种领导行

为在测量上的区分效度, 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再次说明了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愿景构

建、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相关关系, 但却是不同的变量。再次感谢您为我们提出的这一建议, 希望我们的阐述和分析

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表 1 各领导行为量表测量一致性 

 
2

 df 2/
df 2

 df CFI CFI TLI SRMR RMSEA 

辩证领导行为(六因子) 
          

1. 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 558.163 388 1.44 
  

0.939 
 

0.927 0.048 0.048 

2. Metric invariance model 578.503 404 1.43 20.340 16 0.937 0.002 0.928 0.063 0.048 

变革型领导行为(三因子) 
          

1. 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 13.624 12 1.14 
  

0.996 
 

0.989 0.032 0.027 

2. Metric invariance model 17.618 15 1.17 3.994 3 0.993 0.003 0.986 0.046 0.030 

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五因子) 
          

1. 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 712.246 398 1.79 
  

0.879 
 

0.860 0.058 0.064 

2. Metric invariance model 734.863 415 1.77 22.617 17 0.877 0.002 0.863 0.068 0.064 

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四因子) 
          

1. 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 461.059 328 1.41 
  

0.938 
 

0.928 0.050 0.046 

2. Metric invariance model 476.012 344 1.38 14.954 16 0.939 0.001 0.932 0.060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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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美样本中辩证领导行为与相关领导行为的相关系数 

 
变革型领导行为 愿景构建 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 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 

中国样本(N = 205) 0.36
**

 0.11
*
 0.48

**
 0.63

**
 

美国样本(N = 175) 0.16
*
 0.50

**
 0.73

**
 0.82

**
 

注: 
**

 p < 0.01. 

 

意见 4: 本文提供了使用西方管理者样本验证问卷的数据, 并证明辩证领导行为问卷也适用

于西方社会的管理者。请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 既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概念也可

以解释西方的管理行为, 我们是否还可以坚持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正如我们在回复您意见 1 中所提到的, 辩证领导行为的理论基础

是 Peng 和 Nisbett(1999)提出的东方辩证思维概念, 尽管辩证思维起源于东方哲学(Peng & 

Nisbett, 1999), 但实证研究表明, 辩证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 且发挥着类似的心理功能

(English & Chen, 2007;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4)。例如, 有学者发现,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

西方, 拥有辩证思维观念的个体拥有更为辩证和平衡的价值观念(Wong et al., 2003), 同时拥

有积极和消极的自我观念(Hamamura et al., 2008;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4)。除此之外, 有

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西方人当中, 年长者相较于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辩证思维(Riegel, 1973; 

Basseches, 1980),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更加成熟, 辩证思维也随之增加, 对待看似矛盾的

观点和事物时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都得到很大提升, 这一点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十分

普遍 (Baltes & Staudinger, 1993; Williams & Aaker, 2002)。 

其次, 正如我们正文中提到的, 辩证领导行为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生存的环境

越来越动态(Luciano et al., 2020; Smith & Lewis, 2011; Smith & Tushman, 2005), 为了应对这

些不断变化的、有时又是矛盾的环境需求, 企业高层管理者不得不时刻关注变化, 把握全局, 

权衡矛盾, 而这些正是辩证领导行为所具有的行为特征。因此, 虽然辩证领导行为是基于辩

证思维提出的, 具有东方特色, 但是它在帮助企业高层领导者带领企业更好地应对动态、矛

盾的环境需求方面具有普适性。 

但是辩证思维是中国人长久文化积淀而来的典型思维模式, 烙印在中国管理者管理行

为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从表现形式的丰富性、践行的彻底性还是使用的惯常性, 中国管理者

都很有可能优于西方管理者。因此, 我们认为辩证领导行为并非中国管理者特有, 只是在中

国领导者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为了验证上述观点, 即 1)辩证领导行为非中国高层管理者特有, 2)中国高层管理者相较

于西方高层管理者拥有更高的辩证领导行为, 我们在使用中国样本进行初步探索的基础上, 

补充了西方样本作为验证上述两种观点的证据。从方法上来说, 对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管理行

为进行跨文化验证和比较是凸显其文化特色和丰富内涵的重要手段(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 Pellegrini et al., 2010)。如我们所预想的一样(表 3), 西方管理者虽然也展现出一定程度

的辩证领导行为, 但是不管是从总体来看, 还是从不同维度上来看, 中国管理者的表现都略

胜一筹。由此进一步为辩证领导行为的文化特色提供了佐证。 

 

表 3  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各维度得分差异(中美样本对比) 

 
Mean(SD): 中国样本 Mean(SD): 美国样本 t 值, df=429 

辩证领导行为 4.93(0.73) 4.58(0.72) 5.05
***

 

维度 1: 适时调整 5.06(0.72) 4.63(0.87) 5.67
***

 

维度 2: 因人而异 4.71(1.00) 4.56(0.87) 1.68
†
 

维度 3: 恩威并施 4.99(0.81) 4.41(0.82) 7.23
***

 

维度 4: 权衡矛盾 5.03(0.79) 4.60(0.87) 5.39
***

 

维度 5: 注重协调 4.82(0.98) 4.67(0.82) 1.75
†
 

维度 6: 整体管理 4.94(0.85) 4.60(0.88) 3.92
***

 

注. 中国样本 N = 256, 美国样本 N = 175.  
†
 p < 0.10,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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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诚如您所说, 上述内容在我们之前的行文中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交代, 对于使用西

方样本的意图和动机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明, 这对读者理解这部分内容造成了困难。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 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文中对该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补充说明, 详见 p.18。 

 

意见 5: 请更详细地阐述辩证领导行为与辩证思维的关系。辩证领导行为的本质为何？是一

种风格？还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能力？本文在后面的陈述中, 有“辩证领导能力”的表

述, 还有“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辩证领导行为”的表述。能力可以提升, 请问领导行为如何提

升？ 请提供更详细的解释。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请更详细地阐述辩证领导行为

与辩证思维的关系。”), 辩证领导行为和辩证思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本质上来说, 

辩证领导行为聚焦在领导行为方面, 而(东方)辩证思维关注个体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 虽

然辩证思维模式是辩证领导行为的理论基础, 但是二者存在本质差异; 2)辩证思维在个体行

为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谈判行为、沟通行为、消费行为中都可能体现个体的辩证思维。

而辩证领导行为可以说是辩证思维在高层管理者领导行为上的反映。结合高层管理者的角色

与任务, 辩证领导行为将在高层管理者管理企业战略和企业人员两方面都有体现; 3)从本研

究来说, 辩证领导行为虽然是基于 Peng 和 Nisbett(1999)归纳出的东方辩证思维三个维度提

出的理论上的框架, 但是根据黄鸣鹏和王辉(2017)的访谈结果, 企业高管在日常的工作中的

行为有辩证领导行为的典型表现。比如,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倡导的“灰度管理”、“居安

思危”等都是辩证领导行为的体现。从数据上来说, 对 218 名北京某知名高校 EMBA 学员问

卷调查的结果发现, 辩证领导行为与辩证思维之间呈现较低程度的正相关 (r = 0.26, p < 

0.001), 因此二者从实证上来说也存在差异, 即, 具有辩证思维的高管并不一定展现出辩证

领导行为。 

对于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辩证领导行为的本质为何？是一种风格？还是一种策略？或

者是一种能力？本文在后面的陈述中, 有“辩证领导能力”的表述, 还有“通过不断提升自己

的辩证领导行为”的表述。能力可以提升, 请问领导行为如何提升？ 请提供更详细的解释。), 

我们认为本文中探讨的是领导者的辩证领导行为。作为一种领导行为, 领导者可以通过培训、

社会学习等方式, 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辩证领导行为, 类似的习得和培养方式在其他领导行为

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例如, Bass 和 Avolio(1990, 1998)对“全面领导力发展”这一培训项目的

有效性进行了跟踪调查, 从 200 名高管和 500 名社区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工作场所的自我报

告、事件和学院评级结果指出, 这一培训方案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参与者的变革领导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由此可见, 通过量身定制的领导力培训项目是可以对领导者特定领导行为进

行培训和培养的, 辩证领导行为也可通过此方式习得。遵循您在文字表述方面提出的建议, 

我们在正文中删掉了有歧义的“辩证领导能力”的表述, 在文中统一使用“辩证领导行为”的描

述, 并且修改了“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辩证领导行为”的表述, 在实践意义部分对领导者如何

培养自己采取更多的辩证领导行为做了更细致的补充和说明, 详见 p.29。 

 

意见 6: 战略领导行为与非战略领导行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区分吗？若要区分, 请对战略领

导行为提供更详细的定义, 并对辩证领导行为与战略领导行为的关系给出解释和说明。 

回应: 感谢您的提问和建议！战略领导行为是高层管理者进行预期, 想象、维持柔性, 战略

性思考 , 以及发起变革、为组织创造可行未来的一系列行为 (Ireland & Hitt, 2005)。

Hambrick(2001)指出领导和战略领导行为两个概念的内涵存在区别。首先, 就关注点来说, 

战略领导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战略型领导者(即组织的高管, 如 CEO、董事长等人) 的个人

特征、行为方式、做事内容等因素如何影响组织产出。其研究对象可以是领导者个人(如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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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高层管理团队”、或者是所有者群体(如, 董事会) (Hambrick, 1989)。而一般领导行为

的研究对象涉及组织中每一个级别的管理者, 如基层领导、中层领导者等。 

除此之外, 一般的领导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 关注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 探讨领导

者的个性和行为方式、领导风格等如何影响领导下属和团队行为。战略领导行为研究侧重于

宏观管理工作, 组织的结构和战略, 不仅依赖于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 更会受到高层管理者

个人因素的影响。Hambrick 和 Mason(1984)的高阶梯队理论指出, 环境中各种现象的数量和

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范围, 决策者必须对信息进行取舍, 宏观管

理活动由此会受到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最终, 组织的行为和产出既反映了组织的外部环

境特征和组织的价值观, 也反映了组织中战略型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本文中关注的辩证领导行为涉及到对企业战略与实践的把控, 一般只有在 CEO 或高层

管理者级别的领导者身上才能有所体现。因此, 我们认为强调辩证领导行为是战略领导行为

的一种体现是有必要的。 

 

意见 7: 作者把辩证领导行为定义为中国特有的概念, 但实证研究使用的是来自西方的理论, 

即逻辑还是西方的。这样概念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如何体现其中国特色？更进一步, 本文的

题目是基于传统文化的领导理论, 但实际上本文用的高阶梯队理论, 是典型的北美理论。那

本文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辩证领导行为只是一个概念, 构不成理论, 也没有内在逻辑。本文

所检验的假设, 无论是否得到验证, 都是根据西方理论推论出来的。请作者提供更详细的解

释: 本文的理论意义为何？本文基于哪个传统文化的领导理论？或者建立了什么领导理论？

在讨论部分,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过于笼统和原则化, 请提供更具体的贡献的证据并给予恰当

地诠释。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您的意见 1(即“作者把辩证领导行为定义为中国特有的概念, 但实证研究使用的是

来自西方的理论, 即逻辑还是西方的。这样概念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如何体现其中国特色？

更进一步, 本文的题目是基于传统文化的领导理论, 但实际上本文用的高阶梯队理论, 是典

型的北美理论。那本文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辩证领导行为只是一个概念, 构不成理论, 也没

有内在逻辑。本文所检验的假设, 无论是否得到验证, 都是根据西方理论推论出来的”), 我们

首先希望表明辩证领导行为是基于 Peng 和 Nisbett(1999)归纳总结出的东方辩证思维的三原

则提出的, 而作为辩证领导行为在理论上的根基, 东方辩证思维具备很强的中国特色, 或者

说东方文化特色。具体而言, 东方辩证思维与西方主流的形式逻辑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

一点我们在对您意见 2 的回复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详见本意见回复信 p.3-5。  

其次, 针对您提到的我们的理论框架使用的还是典型的北美理论——高阶梯队理论。诚

然如您所说, 本文在讨论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时, 使用的是高阶

梯队理论的框架, 原因在于: 1)如对您意见 6 的回复(p.14)中所说, 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

是战略领导行为的一种体现, 而高阶梯队理论正是用来预测和揭示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和

管理行为如何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的经典理论框架, 与本文的研究目的一致; 2)虽然高阶梯

队理论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 但是不可否认其内涵和预测效力具有普适性。这一点在多个文

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证 (Lin & Shih, 2008; Waldman et al., 2006)。中国情境下

核心高层管理成员如CEO或董事长以及TMT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 近年来受到了学者们

的广泛关注。类似于国外相关研究, 这些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高阶梯队理论框架

(陈传明, 孙俊华, 2008; 孙海法等, 2006)。作为一种揭示高管个人因素如何对企业战略层面

结果发挥影响的理论, 高阶梯队理论的预测效应和理论解释力具有跨文化稳定性和准确性, 

用于揭示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层面绩效和创新的影响有其适用性和实用性(汪金爱, 宗芳宇, 

2011)。相关内容我们在正文中也做了补充, 详见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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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诚如您所说, 本文的研究重点虽然是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概念, 但并未形成辩证领导理

论, 故原先的题目存在歧义。在当前的文章中我们按照您的意见对题目和相关描述做了修改, 

题目现在已调整为“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领导行为研究”。 

 

针对您的意见 2(即“请作者提供更详细的解释: 本文的理论意义为何？本文基于哪个传

统文化的领导理论？或者建立了什么领导理论？在讨论部分,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过于笼统

和原则化, 请提供更具体的贡献的证据并给予恰当地诠释”), 本文探讨了以东方人看待处理

矛盾、变化、联系的辩证思维为理论基础的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主

要的理论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给中国社

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 这对企业管理者的

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仅仅依靠西方管理智慧已经无法充分满

足中国情景下管理者的管理需求,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智慧的呼声随即高涨(Meyer, 

2006; Tsui, 2009)。然而,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实践有机结合、从理论和实践双视角论

证其有效性和作用是企业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辩证思维概念引入领导者管理行为研究, 在管理实践和辩证思维的共同指导下, 通过

深入分析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结构和影响, 为理解传统文化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和价值提

供了借鉴和参考。作为东方辩证思维在领导行为上的延伸, 探究辩证领导行为的深刻内涵对

于丰富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Tsui, 2004)。 

其次, 本文在讨论辩证领导行为内涵的基础上, 开发出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

一方面, 辩证领导行为的表现通过测量条目得以具体呈现; 另一方面, 可靠测量工具的开发

也为未来研究者深入探讨辩证领导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结果提供了便利。除此之外, 本文

着重探究了辩证领导行为对于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和数据结果均表明, 辩证领导行为对于企业层面结果变量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这与高阶梯

队梯队理论和战略领导力研究的基本假设一致。高阶梯队理论认为, 高层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将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 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但是过去对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大多关注

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及心理过程, 对于领导者思维方式及其领导行为如何影响企业战略的研

究较少。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范畴, 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在中国情境下领导行

为研究的预测效力。 

最后, 本研究在理论和数据上体现辩证领导行为中国文化特点的基础上, 还对东西方高

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 相较于西方高层管理者, 辩证领导行为

在东方高层管理者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和明显。由此进一步体现了辩证领导行为的理论特色

和价值, 是对中国情境下领导力研究的有益探索。在之前针对理论贡献的讨论部分, 我们的

描述比较笼统, 遵循您的建议, 我们在正文中也进行了修改, 详见 p.6, p28-29。 

 

意见 8: 给西方被试的问卷是用什么语言呈现的？如果有翻译的话, 请提供翻译文本。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给西方被试的问卷是用英文呈现的, 具体的翻译我们遵循了标准的翻

译回译程序(Brislin, 1986)。我们在正文附录中已附上发送给西方被试的辩证领导行为量表, 

具体请见正文 p. 42。   

意见 9: 作者指出, “相比 CEO 辩证领导行为,  战略柔性是预测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更

近的变量,  这也符合高阶梯队理论对 CEO 特质和行为通过影响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结果

的阐释”。既然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通过企业的战

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和创新能力, 那是否有理由推论: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辩证领导行为, 而

是战略柔性。而战略柔性与辩证领导行为的关系, 应该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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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可以假设: 其他因素, 例如企业高管团队的特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大于 CEO 的辩证

领导行为？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您的意见令我们很受启发, 我们非常认同您提到的

“战略柔性与辩证领导行为的关系, 应该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来证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查阅了以往关于企业战略柔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除了已经

在实证研究中控制的 CEO 本人的因素——性别、受教育水平、任职年限、变革型领导行为, 

和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之外, 还有高管团队的特征(如, 团队异质性, Lee, 2002)、企业管理

实践(如, 全面质量管理, Escrig-Tena et al., 2011; 外包, Gunasekaran et al., 2015)、企业外部环

境因素(如, Engau et al., 2011)也都会影响企业战略柔性。有关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因素的文

献综述简表如表 4 所示。 

表 4. 企业战略柔性影响因素简要综述 

分类 具体内容 文献来源 

组织领导者特征 
社会网络 Fernández‐Pérez & Gutiérrez (2013); Fernández‐Pérez et al. (2013) 

政治连接 Wang et al. (2015) 

高管团队特征 
团队异质性 Lee (2002) 

团队氛围 李卫宁等 (2016) 

组织特征、文化与实践 

组织结构 Escrig-Tena et al. (2011); Sanchez (2012) 

全面质量管理 Escrig-Tena et al. (2011) 

人力资源管理 Das & Elango (1995); Singh et al. (2013) 

模块化 Sanchez & Mahoney (1996) 

外包 Gunasekaran et al. (2015); Medina et al. (2005) 

客户导向 Dwyer et al. (2014) 

决策中心化 Hatum & Pettigrew (2006) 

组织外部环境因素 
战略联盟 Engau et al. (2011); Young-Ybarra & Wiersema (1999) 

外部关系 Mejtoft (2014); Petersen et al. (2000) 

 

其次, 我们在检验假设的数据分析中尝试控制这些影响因素。然而, 受限于我们的问卷

数据, 我们最终只能将高管团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企业服务年限异质性、性别异质性、

受教育水平异质性、职业经历异质性)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修改后的数据分析结果请见

正文 p.24-27。具体地, 我们参考 James等人(James & Brett, 1984; James et al., 2006)的建议, 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将完全中介模型作为基线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 完全中介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 且与部分中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没有显著差别; 企业战略柔

性在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之间分别起完全中介作用。 

此外, 我们同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 1a、1b(分别预测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

新能力、企业绩效正相关)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2
 = 421.93, df 

= 248, CFI = 0.93, TLI = 0.92, SRMR = 0.06, RMSEA = 0.06), 且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

新能力(γ = 0.24, SE = 0.13, p = 0.072)和企业绩效(γ = 0.23, SE = 0.13, p = 0.072)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边际显著, 假设 1a、1b 得到支持。 

最后, 尽管我们在数据分析中控制了 CEO 本人的因素——性别、受教育水平、任职年

限、变革型领导行为, 高管团队特征——高管团队年龄、企业服务年限、性别、受教育水平、

职业经历异质性, 和企业特征——企业规模对企业战略柔性、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

响, 但是却受到数据限制没有全面地考虑其他因素(如, 企业外部关系, Mejtoft, 2014)。因此, 

我们在研究局限与展望中增加了这方面的探讨(正文 p.30), 希望将来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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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而更严谨地检验 CEO 辩证领导行为对战略柔性和企业结果变量的影

响作用。 

 

意见 10: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横断面数据, 推论因果关系不够充分！建议把本文所有隐含

因果关系的表述(例如 X 影响 Y)修改成相关关系。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您的建议, 并已将文中隐含因果关系的描述改成了相关

关系描述。 

 

意见 11: 结构调整。现在的”3. 研究一” 应该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之前。先界定清楚

基本概念, 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再提出研究模型。 研究一相当于是 pilot study, 为正

式研究提供概念准备和测量工具。 现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应该整合到研究二里。  我的

建议不见得合理, 仅供参考。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由于本文的重点是探究辩证领导行为的影响, 工具开发的目的是为了

探索这一影响, 因此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贯性, 工具开发和假设检验统一放在了方法部分, 

请您谅解。  

……………………………………………………………………………………………………… 

 

审稿人 2意见: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 高层领导的价值非常关键, 如何结合传统文化, 探讨高层领导的辩

证领导行为, 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作者从变化、矛盾和联系的视角, 通过开放

式问卷调查, 形成辩证领导的七个子维度, 运用国内外样本并和相近的领导理论如变革型、

矛盾型、愿景建构型进行比较, 检验辩证领导行为的有效性, 最后通过企业层面的问卷调查

研究, 探讨了辩证领导影响企业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以及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进一

步检验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效果。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 论文还有如下需要完善的地方:  

回应: 感谢您对本文的肯定,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基于您的宝贵意见修改本文。如下逐

一回复您的各条意见, 并按照您的建议进行一一修改。  

 

意见 1: 第一, 概念定义。起初的访谈编码为七个子维度, 后来预判趋势消失了, 和适时调整

合并, 是否需要进行一些解释;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为我们指出这一问题, 很抱歉我们在之前的正文中没有阐释清楚。

具体而言, 5 位管理学博士生和教授以及 2 位企业领导者对量表初始条目及其分类进行了评

估,形成了一个包含 7 个类别共 36 个题项的初始量表。通过 EFA 的分析之后, 形成了 6 个维

度 22 个题目的测量工具。在这个测量工具中, 预判趋势和适时调整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维度, 

命名为“适时调整”。对这一过程的阐释也已补充在了正文中, 请见正文 p.14。 

 

意见 2: 第二, 因材施教似乎更加适合教师, 这里是企业管理, 是否可以换成因人而异或其

他更好的表述; 企业家具有教师的内涵, 但是还是有差异;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在黄鸣鹏和王辉(2017)对高层管理者进行访谈时, 多次提到类似

的描述, 如,   

-“每个下属的情况都不同, 有的人吃这一套, 有的人吃那一套⋯⋯要调动不同的人, 就

需要使用不同的办法, 不能一成不变”(CEO2) 

-“现在的很多员工都是80 后甚至90 后了, 这一代人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管理老员工

有用的东西对他们可能没用⋯⋯得针对他们的特点来变化领导的风格”(C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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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久了都会成长的, 下面的人他们也是会慢慢变成熟的⋯⋯那我们就得看到他们

的变化, 做一些调整, 比如你有的事情就可更多地放权给他们做了⋯⋯以前他们不行, 现在

经验能力都培养起来了, 你再压着他们, 那反而不好⋯⋯”(CEO3) 

-“领导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下属的情况来变动⋯⋯我觉得应该

能够灵活变化, 也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公司的发展⋯⋯”(CEO4) 

在对类似描述的归纳和总结下, 考虑到领导者与下属亦师亦友亦上下级的关系, 他们将

领导上述行为归纳为因材施教。具体来说, 即领导者根据不同下属的特点以及下属特点的变

化而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这里的变化和调整包括两方面: 一是领导者面对不同下属时, 根

据不同下属的特点而调整领导方式; 二是随着时间变化, 各个下属特点发生变化, 领导者相

应地调整领导方式。 

但是我们很认同您的建议, 即因材施教更适用于形容教师对待学生的培养方式。虽然传

业授道解惑是领导者培养下属的内容之一, 但是领导者与教师还是有差异, 因此我们在正文

中将这一维度统一修改为“因人而异”, 从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描述领导者对下属的差异化

管理。 

 

意见 3: 第三, 6 个要素是否具有分离的效果？按照变化、矛盾和联系分别归类, 挖掘其理论

模型？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您的这一建议让我们很受启发。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认

为辩证领导行为是一个由六个维度共同反映的高阶构念。原因在于, 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构念

主要是基于 Peng 和 Nisbett (1999)总结出的东方辩证思维的三个原则而开发出来的。在探

讨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时, 他们提到,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hinese dialectical thinking 

are related. It is because of change that contradiction becomes inevitable; it is because change and 

contradiction are inevitable that it is meaningless to discuss the individual part without 

considering it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arts.” (Peng & Nisbett, 1999, p.748)。换句话说, 变化、

矛盾和联系这三个原则之间有很强的内在关联。这在中国人常用的一些成语、俗语中也可见

一斑, 比如, 成语“否极泰来”中就既包含了 “否”与“泰”这一对矛盾, 也包含了动态的变化; 

而“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的故事则不仅隐含了福祸的动态变化, 还揭示了万事万物之间是互

相联系的(比如, 战争爆发的大环境使得断腿也成了福运)。 

而从实证上, 由于辩证领导行为是新被开发出来的构念, 当前还没有其他的实证研究, 

因此我们尝试查阅了以往研究中对辩证思维这一构念的探讨。经查阅后发现, 既有的对辩证

思维的实证研究普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构念进行分析(如, DeMotta et al., 2016; Hideg & 

Ferris, 2017; Pang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5), 而非分维度进行探讨或分析, 因此, 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 我们都倾向于将辩证领导行为视作一个整体的构念。 

然而, 我们认为您的建议非常有道理, 很值得我们做一些探索性的实证分析。按照您的

建议, 我们对研究二(假设检验)的数据进行了一些分析。具体而言, 我们分别将辩证领导行

为按照六维度(适时调整、因人而异、恩威并施、权衡矛盾、注重协调、整体管理)和三类别

(变化原则: 适时调整、因人而异; 矛盾原则: 恩威并施、权衡矛盾; 联系原则: 注重协调、

整体管理)进行划分, 并将它们与效标变量(企业战略柔性、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分别如下表 5、表 6 所示。 

一方面, 无论是将辩证领导行为分解成六个维度还是三个类别, 这六个维度(rs > 0.66, 

ps < 0.01)或三个类别之间(rs > 0.81, ps < 0.01)都具有比较强的相关关系, 从实证的角度而言, 

应该将它们合并为一个变量进行计算和后续的分析。 

另一方面, 从数字上看, 这六个维度或三个类别与三个效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明

显的差异。具体地, 六个维度与企业战略柔性的相关系数在 0.17~0.27 之间, 与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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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系数在 0.16~0.26 之间, 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在 0.10~0.18 之间; 三个类别与企业战

略柔性的相关系数在 0.23~0.29 之间, 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系数在 0.17~0.22 之间, 与企业

绩效的相关系数在 0.14~0.18 之间。采用 Fisher’s Z 转换公式两两比较辩证领导行为六个维

度与三个效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差异, 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差异(t[179]在 0~1.87 之

间, ps > 0.05); 两两比较辩证领导行为三个类别与三个效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差异, 结

果同样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差异(t[179]在 0.50~1.53 之间, ps > 0.10)。 

希望上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阐释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表 5. 辩证领导行为六维度与效标变量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7. 8. 

1.适时调整 6.41 0.56 
        

2.因人而异 6.09 0.73 0.67
**

 
       

3.恩威并施 6.29 0.64 0.67
**

 0.77
**

 
      

4.权衡矛盾 6.34 0.61 0.79
**

 0.66
**

 0.74
**

 
     

5.注重协调 6.15 0.74 0.68
**

 0.71
**

 0.82
**

 0.80
**

 
    

6.整体管理 6.21 0.69 0.72
**

 0.75
**

 0.76
**

 0.84
**

 0.87
**

 
   

7.企业战略柔性 5.98 0.56 0.27
**

 0.26
**

 0.17
*
 0.26

**
 0.23

**
 0.26

**
 

  
8.企业创新能力 5.62 0.82 0.19

*
 0.21

**
 0.18

*
 0.17

*
 0.16

*
 0.17

*
 0.26

**
 

 
9.企业绩效 5.44 0.75 0.18

*
 0.14 0.14 0.17

*
 0.17

*
 0.10 0.21

**
 0.47

**
 

注: N = 182. 
*
: p < 0.05; 

**
: p < 0.01. 

表 6. 辩证领导行为三类别与效标变量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1.变化原则 6.27 0.58 
     

2.矛盾原则 6.32 0.58 0.85
**

 
    

3.联系原则 6.18 0.70 0.81
**

 0.90
**

 
   

4.战略柔性 5.98 0.56 0.29
**

 0.23
**

 0.25
**

 
  

5.企业创新能力 5.62 0.82 0.22
**

 0.19
*
 0.17

*
 0.26

**
 

 
6.企业绩效 5.44 0.75 0.18

*
 0.16

*
 0.14 0.21

**
 0.47

**
 

注: N = 182. 
*
: p < 0.05; 

**
: p < 0.01. 

 

意见4: 第四, 模型检验中有五因子的检验, 但是缺乏理论价值或解释, 建议删除, 保留 3因

子; 否则为什么没有四因子检验？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参照您的建议, 我们已经将文中五因子模型检验的内容删除, 具体请

见正文 p.17. 

……………………………………………………………………………………………………… 

 

审稿人 3意见:  

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与作者商榷。   

 

意见 1: 科学思维是西方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理性研究外部世界和人自己内部世界的有效

认识方法, 具体化为演绎和归纳两种基本形式逻辑。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坚持的是一种不同

的理性途径, 是一种历史理性和人生逻辑。因为它强调了(循环的)变化, 与黑格尔等人提出

的(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变化, 有一些看似相近的地方, 所以也被有些学者称为中式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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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里先且不论中式辩证法与西式辩证法的异同, 也不探讨用演绎或归纳方法能否证实或

证伪辩证法的问题, 而来看看本文存在的理论构念方面的不足。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您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多启发。遵照您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

查阅了大量文献, 并对文章进行了一一修改, 希望在您的指导下, 我们当前的文章相较于之

前的版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意见 2: 本文作为学报的投稿, 自然是遵循着科学的范式 (问题提出、设立假设, 操作测量、

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结果讨论与得出结论) 。 

a) 但问题提出和假设设立都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概念定义和推论基础之上。概念定义讲究内

涵与外延, 而其内涵与外延又相互成为必要充分条件。但本文对辩证领导行为只探究了其内

涵定义, 着重说明辨证领导是什么？却忽略了辩证领导行为定义的边界, 即还要说明它不是

什么, 它与其它类别的领导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异在哪里？有人讲, 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 (中

式辩证法的比喻) ,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反正是变来变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咋说咋有

理。但作为一篇遵循科学形式逻辑的研究论文, 首先要对核心概念“辩证领导行为”做出一个

十分明确内涵与外延的定义。形式逻辑的核心构成要素是矛盾律和排中律等, 遵循科学逻辑

就不能以辩证的方式去接受“矛盾”, 而不是相反, 去遵循辩证法的核心三原则 (关注变化、

接受矛盾、注重联系) 。比如, 本文说“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

体与群体关于矛盾和变化的隐性理论和认知方式”, 儒、道、释几乎囊括了中华文化的主要

思维内容和方法, 如此定义, 似乎用中华思维替代“辩证思维”似乎也可说得通, 并不排他; 

更何况, 若美国人高层领导行为中也存在辩证行为, 那么这与特有的“中华辩证思维”定义, 

则存在着矛盾 

b) 另外, 本文对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的描述仍过于泛化、难以操作化。比如“能够基

于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 对企业战略、目标和行动方针做出适时调整”, 这与管理心理学中的

“权变领导风格”又有任何区别吗？再如“对待下属的管理方式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并

采用看似矛盾的领导风格来领导和激励下属, 如恩威并施”, 这与行为主义的惩罚与奖励的

及时强化和变频强化的区别又在哪里？等。 

回应: 您的建议非常有建设性和意义！首先我们回答您的第一个疑问, 即“本文作为学报的

投稿, 自然是遵循着科学的范式(问题提出、设立假设, 操作测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结

果讨论与得出结论)。但问题提出和假设设立都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概念定义和推论基础之上。

概念定义讲究内涵与外延, 而其内涵与外延又相互成为必要充分条件。但本文对辩证领导行

为只探究了其内涵定义, 着重说明辨证领导是什么？却忽略了辩证领导行为定义的边界, 即

还要说明它不是什么, 它与其它类别的领导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异在哪里？有人讲, 辩证法是

一个大口袋(中式辩证法的比喻),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反正是变来变去, 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咋说咋有理。但作为一篇遵循科学形式逻辑的研究论文, 首先要对核心概念‘辩证领导行

为’做出一个十分明确内涵与外延的定义。”我们之前确实在界定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概念的外

延方面做得不够充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性的领导行为, 我们认为辩证领导行为与其它类似

的领导行为之间有一定的相关, 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地, 我们将辩证领导行为与变

革型领导行为和矛盾型领导行为进行了区分:  

首先,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在研究对象、理论内涵和关注点方面都有区别。

1)辩证领导行为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高管这一特定的关键群体(黄鸣鹏, 王辉, 2017), 而变革型

领导行为的研究对象包含组织中各个层级的领导者。2)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四个关键维度是领

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 领导通过展现这些独有特征可以充分发掘下

属的潜力来实现高水平的绩效表现(Bass & Riggio, 2006; 陈永霞等, 2006)。辩证领导行为的

概念内涵中并不涉及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内涵中的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和智力激发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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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并且也不包含个性化关怀维度中关怀、帮助下属解决生活和家庭等私人问题的方面。3)

变革型领导行为涉及的维度仅仅关注了如何管理下属, 而辩证领导行为不但囊括了管理人

的维度(如因人而异、恩威并施、整体管理), 而且还有一些维度关注如何管理企业业务和战

略的问题(如适时调整、权衡矛盾、注重协调)。 

其次, 我们认为, 辩证领导行为与矛盾型领导行为之间也在内涵的广度和丰富度方面存

在很大区别。1)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型领导行为(Zhang et al., 2015)和企业长期管理中的矛盾型

领导行为(Zhang & Han, 2019)是分别提出的两个独立的概念, 前者仅强调如何管理企业中的

人, 后者仅强调如何进行公司整体的治理, 而相对而言, 辩证领导行为既包含了企业内部的

人员管理维度, 又囊括了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的维度; 2)两种矛盾型领导都关注对企业中矛盾

的管理目标之间的权衡, 但是却忽略了矛盾的相互转化。相较而言, 辩证领导行为视角认为

矛盾是时时变化的, 既要注重对矛盾目标的权衡, 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境适时调整企业战略和

管理方式。换句话说, 相较于两种矛盾型领导行为, 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更加丰富。 

审稿专家 2 在其意见 3 当中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 为免重复阐述, 我们想请您参阅本意

见回复信的 p.5-11, 希望可以更加细致、全面地解答您的问题。 

此外, 遵循您们的建议, 我们在正文不仅通过介绍辩证领导行为的定义和表现界定了这

一概念的内涵, 而且在介绍辩证领导行为概念的部分后面添加了一段内容, 详细介绍了辩证

领导行为与其它类别的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和矛盾型领导行为)之间的差异(具体请见

正文 p.8-9), 希望能够从理论上更清晰地界定辩证领导行为的外延和边界。另外, 通过探究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两种矛盾型领导行为的区分效度(具体参见正文 p.17 和

p.20), 我们也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为概念之间确实存在

区别。 

接下来回应您的第二个疑问, 即“形式逻辑的核心构成要素是矛盾律和排中律等, 遵循

科学逻辑就不能以辩证的方式去接受‘矛盾’, 而不是相反, 去遵循辩证法的核心三原则(关注

变化、接受矛盾、注重联系)。本文说‘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

体与群体关于矛盾和变化的隐性理论和认知方式’, 儒、道、释几乎囊括了中华文化的主要

思维内容和方法, 如此定义, 似乎用中华思维替代‘辩证思维’似乎也可说得通, 并不排他”。

根据 Peng 和 Nisbett(1999)对于东方辩证思维内涵的阐述, 东方辩证思维模式包含矛盾、变

化、整体三个原则。这些认识方式源自东亚的哲学和宗教传统, 包括儒家、道教和佛教, 是

众多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信仰和认识论基础。无论是儒

家的“和而不同”, 还是道家的“有无相生”, 或者法家的“矛盾之说”, 都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思

想, 也展现了深刻的东方辩证思维方式。例如, 《道德经》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 皆

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即反映了美恶、善与不善之间的矛盾共生关系。东方辩证思维虽然

受到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 但是并不与儒释道思维完全一致。儒释道思想涉及的内容非常

广泛, 体现在做人主旨、做人标准、人生观、世界观等多个方面, 我们将相关内容总结在下

表 7 中。而东方辩证思维是对对立现象的观点和看法的汇总, 不能与广泛意义上的以儒释道

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思维相等同。 

表 7 儒释道思想代表性内容 

 儒 释 道 

做人主旨 进取 奉献 规律 

做人标准 仁、义、礼、智、信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遵守十戒、

心灵安定、运用智慧 

领悟道、修养德、求自然、守本分、

淡名利 

人生观 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慈爱众生、无私奉献 顺其自然、自我完善 

世界观 世界是展现才华的舞台 
相由心生, 世界就在自己心中;  

一念之差, 便可创造地狱、极乐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

境界 

价值观 
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实现

自我价值 

在为他人献爱心、为社会作贡献的

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以完善的自我带动和谐的社会 

哲学倾向 入世哲学 以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 出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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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提出的第三个疑问(即“更何况, 若美国人高层领导行为中也存在辩证行为, 那

么这与特有的“中华辩证思维”定义, 则存在着矛盾”), 虽然东方辩证思维来源于东亚传统文

化, 具有文化特色, 但是如回复审稿人2意见4中(p. 12-13)所说, 正如我们正文中提到的, 辩

证领导行为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动态(Luciano et al., 2020; Smith & 

Lewis, 2011; Smith & Tushman, 2005), 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有时又是矛盾的环境需求, 

企业高层管理者不得不时刻关注变化, 把握全局, 权衡矛盾, 而这些正是辩证领导行为所具

有的行为特征。因此, 虽然辩证领导行为是基于东方辩证思维提出的, 具有东方特色, 但是

它在帮助企业高层领导者带领企业更好地应对动态、矛盾的环境需求方面具有普适性, 西方

管理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证领导行为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 东西方管理者在辩证领导行

为践行的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3 所示), 这也与东方辩证思维领域一直以来的研究相一

致, 即东方辩证思维具有跨文化价值, 虽然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当中, 但是东西方存在程度

高低和使用习惯上的差异, 东方人拥有更高的辩证思维, 也更常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和解决问

题, 而西方人的主流思维方式则是形式逻辑思维。对于这一点, 我们也在正文中进行了补充, 

详见 p.7 和 p.18。 

最后回应您的第四个疑问, 即“另外, 本文对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的描述仍过于泛

化、难以操作化。比如‘能够基于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  对企业战略、目标和行动方针做出

适时调整’, 这与管理心理学中的‘权变领导风格’又有任何区别吗？再如‘对待下属的管理方

式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并采用看似矛盾的领导风格来领导和激励下属,  如恩威并施’, 

这与行为主义的惩罚与奖励的及时强化和变频强化的区别又在哪里？等”。第一, 针对您提

出的“对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的描述仍过于泛化、难以操作化”问题, 辩证领导行为的定

义是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上总结和凝练出来的, 因此具有高度概括性, 但其测量条目是具体的

行为表现, 并且在实践中具有很多可操作化的实例(具体可参阅黄鸣鹏, 王辉, 2017)。 

第二, 辩证领导行为与权变领导理论以及行为主义的惩罚与奖励的及时强化和变频强

化存在一定的差别。 

1)辩证领导行为与权变领导理论的区别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权变领导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of Leadership)是一种理论视角, 

而不是一种领导风格或行为, 其没有具体的测量方法。而辩证领导行为是高管的行为表现和

行事风格, 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测量工具来进行衡量。因此, 二者的理论层次是不同的。 

此外, 权变领导理论认为, 领导的有效性不是取决于领导者不变的品质和行为, 而是取

决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情境条件三者的配合关系, 即领导有效性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和领

导情境三个变量的函数(刘永芳, 2008)。它的要义是解决在不同的情境下, 哪种领导风格会更

恰当或更有效地解决问题(Fiedler, 1964; Kerr et al., 1974)。例如, Fiedler (1964) 通过把三个情

境相关变量——领导-成员关系(好或坏)、任务结构(结构化任务或非结构化任务)、领导职位

权力(强或弱)——的不同程度两两组合, 将情境有利度划分为八个象限。他提出, 在情境有

利度非常高或非常低的情况下工作的团队, 由一个指令型、任务导向型的领导管理更有效; 

在情境有利度中等的情况下工作的团队, 由一个非指令型、关系导向型的领导管理更有效。

因此, 权变领导理论关注的是在不同情境下应该采取某种特定的领导风格才能更有利于发

挥领导的有效性, 它更讲求领导风格与被领导者和领导情境的适配性, 而辩证领导行为关注

的则是一个具备能动性的领导者, 在对外部环境有敏锐的洞察和预见的基础上, 主动灵活地

调整企业战略和领导方式等。由此可见, 二者的内涵和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差异。 

 2)辩证领导行为与行为主义的惩罚与奖励的及时强化和变频强化的区别。 

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义的强化理论认为, 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会采取一定的行

为作用于环境, 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其有利时, 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 不利时, 这

种行为就减弱或消失, 因此可以用正强化、负强化或自然消退三种类型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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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从而修正人或动物的行为(钟力平, 2008)。及时强化是指在个体反应或行为后对其进行

立即强化, 也就是说, 当个体做出一个预想强化的反应或行为后, 紧接着给予其某种强化, 

这种强化注重时效性, 但是否及时并不是辩证领导行为中恩威并施维度的主要关注点。 

变频强化我们在查阅文献时并未发现这个说法, 比较类似的两个概念是变时强化和变

比强化, 因此我们暂时对辩证领导行为与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如果我们理解有误, 还请评

审老师后续再为我们指出, 非常感谢。 

变时强化是指强化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不固定的(如随堂测验), 变比强化指每两次强

化之间间隔的反应次数是变化不定的(如抓娃娃机、买彩票)。不论是上述哪种强化, 它们一

次只会表现出激励、惩罚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特定强化方式。相比而言, 辩证领导行为中恩

威并施的维度里虽然也提到需要给下属激励和惩罚, 但我们强调的是同时兼顾激励和惩罚、

批评和肯定、鼓励和施压、授权和监督等。因此, 辩证领导行为与行为主义的强化二者的内

涵存在明显的不同。 

 

意见 3: 因此, 诚如作者本人在文章最后部分承认得那样, 本研究存在着诸多局限。其中的

两点局限如下:  

a) 在路径分析中 CEO 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预测效果不显著;  

b) 通过中美样本的比较发现辩证领导行为在美国样本中也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这显然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本评论的上述观点。首先, 至少本研究的数据也表明, 作者所测量的辩

证领导行为 (及其背后所认同的中国人的辩证思维) 在企业绩效研究环境中并没有展现出

其理论效度 (和理论价值) 。这当然可能就与理论构念含糊, 定义太过泛化有关, 因为不排

除被试在回答时有可能“变化” (辩证) 地理解问题, 因不同的问题而出现不同的理解和不同

的做答。其次, 如果所测量的辩证领导行为在美国企业管理者中也可信和有效地存在着, 那

么, 将辩证思维及其导致的领导行为假设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产生出的“中国特色领导行

为”, 便是一种理论基础尚且薄弱、区分证据难以支持的理论假设。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您的第一个意见(即: 在路径分析中 CEO 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与企业创新能

力的直接预测效果不显著; 至少本研究的数据也表明, 作者所测量的辩证领导行为(及其背

后所认同的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在企业绩效研究环境中并没有展现出其理论效度(和理论价

值)。这当然可能就与理论构念含糊, 定义太过泛化有关, 因为不排除被试在回答时有可能

‘变化’(辩证)地理解问题, 因不同的问题而出现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做答), 首先我们要承认

的是, 我们之前的文章中检验主效应(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之间的

关系)的方法是错误的, 检验主效应时, 不应该将中介变量——企业战略柔性纳入路径分析

模型(如, Wang et al., 2005)。 

在此基础上, 按照您和审稿专家 2的意见(意见 9, p. 17-19), 我们对文章中假设检验的数

据分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具体地, 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检验各假设。 

为了检验假设 1 a、1b(分别预测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正相关), 

我们将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三个变量及全部控制变量纳入结构方

程模型。结果表明, 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2
 = 421.93, df = 248, CFI = 0.93, TLI = 

0.92, SRMR = 0.06, RMSEA = 0.06), 且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γ = 0.24, SE = 

0.13, p = 0.072)和企业绩效(γ = 0.23, SE = 0.13, p = 0.072)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边际显著, 假设

1a、1b 得到支持。 

其次, 我们参照 James 等人(James & Brett, 1984; James et al., 2006)的建议, 将完全中介

模型作为基线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 完全中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 且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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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没有显著差别; 企业战略柔性在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

新能力、企业绩效之间分别起完全中介作用。 

此外, 结合相关分析结果中 CEO 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r = 0.20, p = 0.007)、企

业绩效(r = 0.17, p = 0.024)分别显著正相关, 可以看出辩证领导行为在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

绩效两个方面具备一定的理论效度。我们对文章假设检验的实证分析部分进行了全面修改, 

具体请见文章 p.24-27。此外, 结合修改之后的实证结果, 我们也将文章“研究局限与展望”部

分的内容进行了删改, 具体请见文章 p.30。 

关于您的第二个意见(即: 通过中美样本的比较发现辩证领导行为在美国样本中也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但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本评论的上述观点。如果所测量的辩证领导

行为在美国企业管理者中也可信和有效地存在着, 那么, 将辩证思维及其导致的领导行为假

设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产生出的‘中国特色领导行为’, 便是一种理论基础尚且薄弱、区分

证据难以支持的理论假设), 首先, 我们非常认同您的判断, 即所测量的辩证领导行为在美

国企业管理者中也可信和有效地存在着, 但是这只能说明辩证领导行为在东西方领导者身

上都有体现, 这与东方辩证思维跨文化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都可能

具备东方辩证思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东方辩证思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辩证领导行为

不具有中华文化根源。辩证领导行为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 能够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应对动态、

矛盾、充满联系的环境需求提供独特思路。西方企业高管在应对同样充满变化与矛盾的环境

挑战时, 也很可能展现出一定的辩证领导行为。然而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在东方情

境中会表现得更加普遍和突出, 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程度的差异(表 3)也恰好

支持了辩证领导行为在中国高层领导者身上更加典型这一特征。 

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间的融合、借鉴和交流成为常态, 领导行为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也不

可避免, 家长式领导行为就是除辩证领导行为外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研究都

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郑伯壎和他的同事采用个案分析和

实证检验的方式对我国台湾地区家族企业主与经理人的领导风格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研

究结果肯定了家长式领导遍布存在于这些企业。然而后来有学者发现, 家长式领导不只存在

于华人社会, 有证据表明在一些具有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文化特征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

也存在家长式领导(Gelfand et al., 2007), 如印度、墨西哥、土耳其、日本等(Mathur et al., 1996; 

Martínez, 2003, 2005; Martínez & Dorfman, 1998; Ansari et al., 2004)。除了来自亚太、中东和

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证据表明家长式领导普遍存在之外, 处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美国

也开始出现家长式领导的迹象。在美国, 家族主义行为模式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对于提高企业

员工的组织认同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Hiller et al., 2019)。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评价领导行

为的有效性不是基于其地理位置, 而是领导者的风格是否与企业发展需求和下属需求相吻

合。美国企业有一大批对权威具有尊重和服从需求的员工, 他们更加认同家长式领导作风, 

并且在家长式领导方式下能够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而当追溯领导行为的根源时, 其文化

特色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对于辩证领导行为的文化特色, 我们在对您的意见 2 的回复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您可以

参阅本意见回复信 p.25。此外, 参照您的建议, 我们也在文中对该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补充说

明, 详见 p.7 与 p.18, 希望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读者的疑惑。再次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 4: 如此判断, 本文的理论构念和相关数据分析结论都与学报专栏的主题, “从中国传统

文化视角、开放性地探索能‘保民族在危机下生存’, 能‘巩千年文化延绵’的任何心理现象与

行为表现”, 都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是否接受, 请主编决策。 

回应: 再次感谢主编和评审老师给我们机会对文章进行修改重投。我们非常认同评审老师为

我们提出的各项意见和建议, 这些建议对我们认识和阐述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与外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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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以及独特的理论效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我们的回复和修改可以很好地解决您

提出的问题。同时, 如果您还有其他意见和建议, 我们也欢迎您再为我们指出, 我们后续将

继续根据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 直到达到学报对专栏文章的要求。 

 

 

编委复审意见: 三位审稿专家本着对《专栏》关心、爱护的责任心, 对初稿提出了十分中肯

的评审意见, 这些意见不仅对本文的提升会有很大帮助, 其要旨和见解对所有专栏文章也是

非常重要的。故请作者认真领会, 酌情做出修改, 即选择增加新的证据或者选择基于已有的

数据做回应性的讨论。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和三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对我们把握专栏

的要义和文章的脉络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详细阅读和领会审稿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基于已有数据, 对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并在文章中补充了更加详细的内容, 希

望能够回应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再次感谢编委专家和三位审稿专家对改进本文提供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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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3意见:  

作者的确很认真, 对审稿意见的回复篇幅甚至超出了论文本身。正像作者自己承认得那

样, 此论文本质上无非是一篇“编制一个新的领导行为测量量表; 再加上若干其它变量之后

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论文, 但因为其中若干测量变量 (如: 适时调整、因人而异、

权衡矛盾、恩威并施、促进协调和整体管理等) 被冠以了辩证领导行为量表, 而几位评审者

又较真于辩证思维和辨证领导行为的概念, 所以作者就不得不认真地加以大篇幅的回复。但

其回复及修改稿内容中似乎仍然存在如下的问题:  

 

意见 1: 作者的出发点就是, 坚持东方哲学中的辩证思维 (其核心内涵包括矛盾、联系和变

化这三个基本原则(Nisbett et al., 2001; Peng & Nisbett, 1999) 具有“公理性质”, 似乎是无法

质疑的。但评审者恰好是在质疑这一点, 因为所谓三原则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思维, 本质上

实际还是西方思维的产物, 中国文人很少用“矛盾、联系、变化”这样的概念进行思考的。而

本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又恰好在于参考文献中很少有中文 (传统) 文献, 作者却一直在用西方

人设想的东方思维, 强调这是不同于西方的概念。因此, 作者没能很好理解评审者的意图, 

就其主要参考的文献而言, 似乎作者也无法很好地回答评审者对辩证概念的疑惑。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首先就我们未能在文章和第一轮的回复中向您清楚地说明辩证思

维概念的文化渊源以及核心内涵表示歉意。在充分讨论您的建议以及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之

上, 我们从如下两个方面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应, 希望可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1. 东方辩证思维概念的文化起源 

https://doi.org/10.1111/jpim.12152
https://doi.org/10.1086/338206
https://doi.org/10.1086/374697
https://doi.org/10.1111/j.1740-8784.2011.00283.x
https://doi.org/10.1287/orsc.10.4.439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5.10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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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提到的东方辩证思维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思维, 也不是西方思维的产物。正

如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指出: “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 

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 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 

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李约瑟, 1978, p. 337)。中国人看待事物时联系、变化和矛

盾的视角, 有其文化根源和历史传统, 深受中国道家, 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 (成中英, 吕力, 

2012; 彭华, 1997)。 

中国的辩证思维可谓源远流长。从公元前 1000 年前的西周开始, 中国人就开始用阴阳

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宇宙中的各种现象, 并视之为宇宙构成与运作的基本力量 (张岱年, 1997; 

张岱年, 程宜山, 2006) 。中国人相信: 自然界是由许多对立的概念组成的一个整体(成中英, 

1986, 1988; 成中英, 吕力, 2012), 如阴阳、动静、内外、有无等等, 这些对立概念之间存在

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的关系。阴阳观念本就是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具体现象的抽

象概括, 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约成书于西周的《易经》是一部阐述事物变化的著作, 它

的主旨在于说明对立状态的转化是事物的本质, 其中就明显蕴涵如矛盾对立、转化思想以及

变化发展的观念。不论是生老病死的人生轨迹, 还是月缺月圆的自然现象, 都可以用阴阳转

换加以解释: 阴的极端是阳, 阳的极端是阴; 阴存在于阳中, 阳也存在于阴中。《道德经》

则进一步描述了这种变化的规律, 认为变化是事物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终极原因。在变化问题

上, 老子的辩证思想认为“反者, 道之动。柔弱, 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道

德经》第 40 章), 万事万物都在对立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之中发展。这些早期的著作既可

以看出思想家们已开始运用辩证思维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 也可以看出“阴阳”这样的对立

概念已开始包含了阴和阳相互消长转化、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想。 

儒家思想秉承“互系论”, 即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拆分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偶对两分性” (郝大维, 安乐哲, 2012) , 即两项事物互相构成了对方

存在的必然条件, 孤立看待矛盾双方的作用和关系是一种不可取的思维模式, 所谓“相反而

不可相无也”。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也带有辩证的色彩。《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 小

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又说“执其端, 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先秦以

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 对辩证思想进一步继承与发扬, 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

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 可以互相转化, 例如“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

天地, 无有此也; 求之于万物, 无有此也。金炀则液, 水冻则坚, 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

传·说卦传》)。这种互系偶对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中矛盾、变化、联系原则的集中体现。 

从道家、儒家思想演化而来的思维的互系偶对性揭示了中国人对于事物之间关系的基本

看法, 即: 1)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联系) ; 2) 矛盾双方相互对立, 又相互依

存 (矛盾) ; 3) 对立双方相反相成的互动运动驱动一切事物处于恒常的变动之中 (变化) 。有

学者将这一思维模式总结为中国人的通变思想 (田辰山, 2008) , 即任何互系偶对事物之间

变化着的延续, 这一思想在《易经》当中有所体现: “阖户谓之坤; 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辟谓

之变; 往来不穷谓之通”。这里既指明了对立的双方, 又说明了二者之间动态转化的关系。这

与西方人看待对立双方关系的观点存在本质差异。对他们来说, 黑暗与光明这样的概念本质

上是相对且互相排斥的, 不存在互系关系, 也不能相互转化。而中国人的通变思想则能够从

对立双方的互动关系上来看待事物, 体现了一种全局观和发展观。中国人虽然也讲对立面的

统一, 但总的倾向是更加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和谐与转化, 趋于在对立中求统一、求和解、求

平衡 (蒙培元, 1988; 杨中芳, 1996)。中国的思想家大多认为, 在相矛盾的事物中, 其同一性

更为根本, 对立和差异包含在统一和谐之中 (陈喜乐, 1991; 成中英, 1988; 汪建, 1987)。这种

在对立中求统一、求和解、求平衡的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贯穿始终 (庞朴, 1980)。 

东方辩证思维所提出的联系、矛盾和变化的原则在众多中国传统思维研究学者的论述中

得到佐证。例如, 张岱年指出,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确有自己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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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一为总体观点,  二为对立统一观点”(张岱年, 1988, p. 7)。他还指出, “中国的辩证

思维强调整体观点,  强调对立的统一,  提出‘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原则, 在中国的传统

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张岱年, 1991, p. 8)。这与辩证思维中提到的变化、联系和矛盾的原

则是完全契合的, 也说明这三个原则不是“西方人设想的东方思维”, 而是有着深厚理论与

思想渊源的中国人辩证思维的总结。 

由此可见, 中国人历来就有用变化、联系、矛盾视角看待事物的传统, 它们甚至已经成

为了中国人潜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人不会明确地使用变化、矛盾、联系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

己的思维方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思想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俗语谚语中均有体现, 如 1) 

“刚柔相推, 而生变化” (《易经•系辞上》) ; 2) “日往则月来, 月往则日来, 日月相推, 而明生

焉。寒往则暑来, 暑往则寒来, 寒暑相推, 而岁成焉” (《易经•系辞下》) ; 3) “物不可以终通; 物

不可以终否; 物不可以终过;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物不可以终逐; 物不可以终壮; 物不可以

终离” (《易经•序卦》) ; 4) “贵必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 (《道德经》第 39 章) ; 5) “祸兮, 福

之所倚; 福之, 祸之所伏” (《道德经》第 58 章) ; 6)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7) “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等。只不过, Peng 和 Nisbett 等人用实证的方法将这三个原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证实。

这也恰恰说明西方人注重分析和实证, 而中国人善于整体和思辨的思维特点。再次感谢审稿

人的建议, 我们将上述的文献简单总结, 并在正文中做了相应补充, 请参考 p. 5, p. 7 页标蓝

部分。 

2. 东方辩证思维对中国人影响的体现 

中国人矛盾、联系、变化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对其认知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一点在彭

凯平等人 (1997) 一系列层层递进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1） 辩证思维在语言文化中的体现: 格言作为文化智慧在代际间得到传承, 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特定文化下个体的思维模式。为了验证东方人比西方人在文化智慧中表现出更

多的辩证思维, 他让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从熟悉性、理解性、利用性和可能性四个方面

评价他们对辩证格言(Dialectical proverbs)和非辩证格言(Non-dialectical proverbs)的喜欢

程度。结果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中文书中辩证格言的比例是英文书中的 4 倍, 中国人比

美国人更喜欢辩证格言, 尤其是当这些格言出自中国的时候。相反美国人更喜欢非辩证

的格言, 尤其当这些非辩证格言来自美国文化的时候。 

2） 辩证思维对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影响: 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充满着辩证的观念, 美国人

的生活中存在较多非辩证的观念。为了证明这些辩证和非辩证观念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影

响, 彭凯平等人 (1997) 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特点。研究

发现中国人在解决冲突的时候倾向于从两个方面看问题, 而美国人倾向于把原因归结到

一个方面上去。 

3） 辩证思维对解决科学问题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彭凯平等人 (1997) 进一步探

究了辩证思维对于形式性争论和处理科学矛盾的影响。结果发现, 就形式性争论而言, 

中国人喜欢辩证式的论据, 认为辩证性争论的说服性要高于非辩证性争论。就解决科学

矛盾而言,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采用不同的模式。面对相互矛盾的科学矛盾, 中国学生

倾向于折衷的处理模式, 即看重问题的两个方面; 而美国学生则会两极化, 选择和自己

认知一致的一种处理方式。 

继彭凯平等人的研究之后, 又有很多学者就东西方在东方辩证思维上的差异进行了探

索, 在自我、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态度评价、社会分类、社会知觉和判断与决策领域中

证明了这种文化思维差异的作用并得到了一致结论, 即东方辩证思维作为一种本体的认识

论能够体现东西方个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柏阳, 2014; 刘书青, 2013) 。但是正如您所说, 

不管是辩证思维也好, 还是其包含的三原则也好, 由于其名称与西方的辩证法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理解上也容易造成误区, 反而是“通变”这样的概念似乎更能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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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而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与“通变”的思想有众多相似之处。希望未来对于东方思维模式

的探索和揭示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厘清和丰富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 

 

意见 2：即便“矛盾、联系、和变化”确实是东方辩证思维的核心, 但作者还是没能很好地将

东方辩证思维与其探讨的辩证领导行为联系起来, 其所编织的辩证领导行为测量工具中包

含了“适时调整、因人而异、权衡矛盾、恩威并施、促进协调和整体管理”6 个概念维度, 但

就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定义而言 (具体定义和解释如下) , 似乎是任何领导行为中都需要的普

遍功能, 似乎并不存在着特异性的“辩证领导行为”: 如, “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

清晰的认识”;  “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目标”;  “对不同性格的员工, 采用不同的

领导方式”;  “维护企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强调创新和变革”;  “制定战略时, 强调公司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合作”;  “从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分析各项事务的利弊”。只有在“恩威并施”概念

维度中, 到是能够找到些辩证的味道: “与下属相处, 既能严肃、也能亲和”, 这或许东方人所

特长、而西方人所不擅长的“两面人”风格。因此, 文章在理论层面和测量操作层面存在着较

大的“解释”距离, 数据统计结果再完美, 也难以用来说明和解释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相关和中

介路径就是由东方辩证领导行为 (思维) 所导致的。 

  

在如此的情况下, 本文恐怕与主编所设想的“文化自信研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至于是否

可以再修改进步、以至于是否采用, 请主编定夺。 

  

【测量维度的具体定义和示例:  

1、适时调整: 带领企业及时地根据环境的最新变化进行调整, 以适应环境变化。典型行为

如: 1) “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灵活调整企业战略” ; 2) “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企

业目标”。  

2、因人而异: 根据下属的特点及其变化灵活地调整领导风格。典型行为如: 1) “对不同性格

的员工, 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 ; 2) “因材施教, 灵活调整员工工作任务”。 

3、权衡矛盾: 在相互矛盾的企业目标、战略和行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典型行为如: 1) “制

定企业战略时, 既注重短期利益也重视长期发展”; 2) “维护企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强调创新

和变革”。 

4、恩威并施: 在看似矛盾的领导方式, 如施恩与立威、授权与控制、奖励与惩罚之间保持平

衡。典型行为如: 1) “对待下属时, 批评与肯定兼顾”; 2) “与下属相处, 既能严肃也能亲和”。 

5、注重协调: 注重各个环节的关联, 并持续优化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环节之间的协调合作。

典型行为如: 1) “不断优化企业各部门或环节之间的衔接”; 2) “制定战略时, 强调公司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合作”。】 

6、整体管理: 在处理企业中的各项事务时, 从企业全局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应对。典型行为

如: 1) “处理公司中的问题时, 考虑其对全局的影响, 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应对”; 2) “从

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分析各项事务的利弊”。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针对您的本条建议, 我们查阅文献并积极讨论, 希望能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回应您的问题:  

1. 关于辩证领导行为的六个概念维度的普遍性和特异性问题 

首先, 本文新开发的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概念及其测量的落脚点是一种领导行为, 而领导

者由于其岗位职责和要求必然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因此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和测量中肯定

会包含领导应该具有的一些常规的表现。例如, 领导行为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认为, 领导行为

总体上包含关心绩效目标达成的“定规”行为 (Initiating Structure) 和关心下级的“关怀”



28 

 

行为 (Consideration)  (Judge et al., 2004; Stogdill, 1950, 1974) , 这些基本的共性领导行为维

度指导着辩证领导行为的开发过程, 同时也在本文的测量条目中有一定的体现。 

但更为重要的是, 在体现一般领导行为的基础上, 辩证领导行为还有其特殊的特点和表

现, 例如, 在看待人的时候会看到人的不同并且据此调整对待员工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时候

会看到动态的变化并且对自己的战略决策和行为进行灵活应变的调整、更加关注事物之间的

联系并强调从整体全局的角度来分析和应对问题、对矛盾的利益和需求进行平衡等, 这些都

能很好地体现辩证领导行为区别于普通领导行为的特异性。从典型行为和具体测量条目出发, 

辩证领导行为的很多特点并不是所有的普通领导都具备的, 如固执、缺乏灵活性的普通领导

并不一定会“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目标”或 “对不同性格的员工, 采用不同的

领导方式” (Good & Sharma, 2010) ; 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够在 “维护企业稳定发展的同时

也强调创新和变革”或“推动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同时拓展新资源和能力” 

(Lubatkin et al., 2006; Nemanich & Vera, 2009) , 角色分割 (Role Segmentation) 很清楚的领

导 (即在特定情境下必须有明确的角色匹配, 而不太能够在不同的角色身份或模式之间更

灵活地移动) 就不太能够兼顾利用现有资源和拓展新资源 (Tempelaar & Rosenkranz, 2019) , 

墨守成规的领导侧重维稳不重创新 (Pech, 2001) , 太过急于求成的领导可能过分侧重创新

而忽略了维稳, 而辩证领导行为体现的是平衡和兼顾, 等等。 

最后, 从实证角度出发, 本文的数据分析切实地证明了辩证领导行为和其他类似领导行

为之间的区分效度 (详见正文 p. 8-9) , 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辩证领导行为的特异性。 

2. 关于是否只有“恩威并施”概念维度才能体现辩证的问题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矛盾似乎是最能体现“辩证”的要素。但是正如我们反复强

调的, 辩证思维的三个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缺一不可。因此, 辩证领导行为的表现不仅

仅是描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依存关系 (如既施恩又立威) , 还包含变化和联系地看待和处理

问题这两个重要方面。辩证领导行为的矛盾、联系和变化三个原则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的

整体, 它们之间紧密关联、难以分割: 因为事物的各方面变幻多端, 因此矛盾会不可避免地

出现; 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联系、不断变化; 有效处理矛盾的关键在于接受矛盾的存在, 

以动态视角分析矛盾双方形势的变化, 并在了解各种矛盾之间关联的基础上灵活调整, 从而

实现动态的平衡 (黄鸣鹏, 王辉, 2017; Peng, 1997; Peng & Nisbett, 1999) 。据此, 反映辩证领

导行为三大原则的六个特定维度之间存在其内在关联和逻辑, 共同体现辩证的概念内涵。根

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正文中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补充, 详见正文 p. 7。 

3. 关于文章在理论层面和测量操作层面的“解释”距离问题 

为了将辩证领导行为从理论层面落实到操作层面, 我们的研究团队从辩证思维的文献

和理论出发, 综合使用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黄鸣鹏, 王辉, 2017) , 按照严格的量

表开发过程 (Hinkin, 1995), 请领域专家筛选完善条目并且进行了一系列信度效度检验来提

升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尽可能通过严谨的实证过程缩短理论层面和测量层面的“解释”

距离。 

再次感谢您为我们提出的建议, 希望我们的阐释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 如果您还有

其他意见和建议, 我们也欢迎您再为我们指出, 我们后续将继续修改完善, 直到达到学报对

专栏文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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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4意见:  

非常高兴受邀评审这篇论文。在此前的审稿过程中, 前面三位审稿专家已经提出了许多

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作者也认真地针对每位审稿人的每一条意见做了详尽回复和说明, 并且

根据意见修改了正文。在阅读了审稿意见和作者对审稿意见的回复之前, 我首先独立阅读了

论文修改稿; 然后再回过头来仔细阅读审稿意见和作者回复。我的总体判断是, 这是一个有

价值、能很好体现文化原创性的研究, 论文撰写也很规范, 因而是一篇高水平文章。在我看

来, 这篇论文至少达到了《心理学报》已发表的类似论文的同等水平; 事实上, 是超过了大

多数发表在学报上的相近主题或领域的文章。此外, 此前国内许多学者优先选择在外文期刊

上发表自己的原创性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 率先在学报上发表原创性论文, 也有一定示范

意义。基于上述考虑, 我建议接受该论文。 

我也理解, 在如何评价这篇论文, 此前专刊责编、审稿专家和论文作者在这两个方面还

存在一些争议或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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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 如何理解辩证领导行为的文化属性？辩证领导行为究竟是中国文化、中国企业领导

者所特有的, 还是也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从研究结果来看, 尽管作者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

提出辩证领导行为这种新的领导类型, 但也完全适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背景 (比如, 因

素结构相同, 变量测量满足跨文化的测量等价性要求, 等等) 。但是, 我个人认为, 判断某个

构念、观点、理论是否体现了特定的文化特征, 并不是看该构念/观点/理论是否只适用于该

文化背景, 而且不能推广到其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反, 我们更应关心某种新颖的构念/

观点/理论的思想根源; 如果确实根植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或价值取向, 则应该视为具有

独特的文化属性。根植于特定文化属性的构念/观点/理论, 如果能应用于差别明显的其他文

化或社会情境, 实质上是提升了其理论贡献, 而不是削弱其贡献; 因为新学说为我们更好理

解现实问题和现象, 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建议作者更明确地阐

述, 辩证领导行为这个新的领导类型, 对跨文化管理、对其他文化或社会背景下的研究者和

实践者有何启示, 而不是将讨论对象限于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高层管理者。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研究贡献的认可。不得不说, 不管是在研究的开展过程中, 

还是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 抑或是在回复审稿专家的意见过程中, 我们都在不断地思考辩证

领导行为的文化属性问题。如您所见, 我们坚持认为辩证领导行为是建立在根植于东方传统

文化的辩证思维三原则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然而, 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辩证领导行为的测

量在中美样本中具有测量等价性, 甚至中美高层管理者都体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辩证领导行

为。可以说, 您提出的“判断某个构念、观点、理论是否体现了特定的文化特征, 并不是看该

构念/观点/理论是否只适用于该文化背景, 而且不能推广到其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反, 

我们更应关心某种新颖的构念/观点/理论的思想根源; 如果确实根植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

或价值取向, 则应该视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根植于特定文化属性的构念/观点/理论, 如

果能应用于差别明显的其他文化或社会情境, 实质上是提升了其理论贡献, 而不是削弱其贡

献; 因为新学说为我们更好理解现实问题和现象, 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思维方式。”观点为我们

解答这一问题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另外, 按照您的建议——“我建议作者更明确地阐述, 辩证领导行为这个新的领导类型, 

对跨文化管理、对其他文化或社会背景下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有何启示, 而不是将讨论对象限

于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高层管理者。”, 我们认真思考了辩证领导行为对跨文化管理的启示, 并

在正文“研究局限与展望”中进行了补充讨论。 

总体而言, 我们认为, 辩证领导行为对其他文化 (如, 美国) 背景下的企业高层管理者

有效领导企业应对动态的企业环境、矛盾的任务需求和错综复杂的流程可能具有一定的适用

性, 但是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验证。 

对于“辩证领导行为对不同文化下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企业的适用性”的推论, 我们有

如下证据作为支撑。首先, 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都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辩证领导行为 (如正

文表 6 所示) 。对此, 我们认为, 辩证领导行为的差异不仅可能体现在文化背景这一维度上, 

也会体现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个体身上  (比如 , 企业高层管理者与企业基层员工)  

(Spencer‐Rodgers et al., 2010) , 而后者是由不同个体承担的任务内容、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

等造成的。虽然相较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 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展现出的辩证领导行为程

度更低, 但是也已经很可观。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也认为这类领导行为

是具备工具性 (Instrumentality) 的、是有效的。换句话说, 我们认为的“辩证领导行为可能对

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企业是有效的”可能已经在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心中得到了印证。

其次, 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展现出的辩证领导行为均与企业战略柔性、组织有效性/企业绩效

显著正相关 (如正文表 5、表 7 所示) 。由于这些变量的测量均由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直

接下属提供, 因此可以侧面表明在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直接下属的内隐信念中, 企业高

层管理者的辩证领导行为对于企业战略柔性、组织有效性/企业绩效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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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推论都未建立在实证证据基础上或仅仅建立在有限的实证

证据基础上, 因此, 我们仅将上述讨论放在了文章“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同时, 我们也呼

吁领导行为方面的研究者和跨文化管理方面的研究者能在未来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视

角与新证据。具体补充请见正文 p. 30。 

 

意见 2: 该论文与本专栏是否匹配。这个专栏号召研究者“立足中国社会重大问题……从中

国传统文化视角、开放性地探索……能‘保民族在危机下生存’, 能‘巩千年文化延绵’的任何

心理现象与行为表现”。是否符合专要求, 应该由专栏责任编辑来判断。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辩证领导行为这项研究的边界非常清晰, 就是探讨企业这种特定的社会情境, 针对企业高层

管理者这个特定的群体。考虑到企业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企业高层管理者

角度切入, 应该符合专栏的导向和稿件要求。当然, 从行文可以看到, 作者撰文的对象是管

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企业高层管理者, 是否有必要讨论这项研究对更大范围的受众 

(比如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的高层管理者) 的启示？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研究主题与研究贡献的认可。与此同时, 也非常感谢您启发了我

们对本研究受众范围这一问题的思考。 

    本研究旨在为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的辩证领导行为概念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并

结合理论推演, 通过实证数据检验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潜在

影响机制。必须承认的是, 本研究中涉及的企业以盈利型组织为主, 实证数据也基本来自营

利型的私营企业, 在之前版本的文章中我们也并未涉及对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的适用性探

讨。 

然而, 结合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 我们认为辩证领导行为普遍适用于面临着不断变化的

内外部环境、发展需求充满矛盾、组织体系庞大或流程复杂的组织管理, 而非局限于某一组

织类别。接下来, 我们将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结论, 阐述本研究对其他组织, 如公共机构与

非营利性组织管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1991) 将公共机构、营利型企业、与非营利组织视作知识社会

这个有机体的三大器官。从本质上来说, 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与营利型企业在组建目标与

承担的社会职能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具体而言, 公共机构 (如, 政府部门) 的组建在于

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 制定并执行所有部门需要遵循的规则; 非营利组织的组建则主要在

于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相比之下, 营利型企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同时, 主要的目

标在于牟取经济回报 (徐雪梅, 2005) 。 

然而, 尽管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 它们与营利型企业一样, 都需要关

注投入—产出问题 (徐雪梅, 2005) , 即, 能否获得展开活动所需要的充分的资源 (周延风, 

罗文恩, 黄光, 2008) , 以及在固定投入下, 能否产出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在这样的任

务需求下, 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使命无疑与营利型企业一样充满矛盾和复杂性。此外, 

非营利组织也与营利型企业一样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Corder, 2001)。比如, 非营利组织不

仅需要与同类型组织进行效率和差异化的竞争, 甚至有研究表明, 相当一部分营利型企业也

在入侵传统非营利组织的市场(Rojas, 2000; Eckel & Steinberg, 1993)。因此, 为了获取竞争优

势, 非营利组织也愈发重视绩效 (如, 运营效率) 与创新等问题(周延风等, 2008)。最后, 除

了竞争对手之外,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型企业一样, 都需要时刻关注宏观环境中如公共政策、

立法等的变化 (Ring & Perry, 1985; Self, 1977) , 以更好地维持组织的运行。基于此, 我们认

为辩证领导行为有可能帮助公共机构和非盈利组织应对动荡的宏观环境和矛盾的任务需求。 

    不过, 必须说明的是, 由于公共机构与非营利组织, 相比于营利型企业, 更加受到既定

规则与制度的约束 (如, Lan & Rainey, 1992), 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自由度会相对更

小 (Hambrick & Finkelstein, 1987) 。换句话说, 组织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对组织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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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组织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影响效果可能在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中会被削弱。 

    基于上述讨论, 我们在正文“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进行了补充。具体而言, 我们承认了

本研究未涉及对辩证领导行为适用性边界条件的探讨的局限, 讨论了辩证领导行为在更大

范围上适用的可能性, 如, 是否适用于公共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最后鼓励未来的研究

可以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讨本研究在更大范围上的受众。具体修改内容请见正文 p. 30。 

 

 

参考文献:  

德鲁克. (1991). 新现实.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徐雪梅. (2005). 对非营利组织社会责任测度的构想. 管理世界(04), 153-154. 

周延风, 罗文恩, 黄光. (2008). 非营利组织多重参与者导向: 前因变量与绩效影响——基于中国 6 省份采供

血机构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8, 59-68. 

Corder, K. (2001). Acquiring new technology: Comparing nonprofit and public sector agencie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3(2), 194-219. 

Eckel, C. and Steinberg, R. (1993),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and public policy toward non-profits, in Hammack, 

D. and Young, D. (E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a Market Economy: Understanding New Roles, Issues, 

and Trends.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CA. 

Hambrick, D. C., & Finkelstein, S. (1987). Managerial discretion: A bridge between polar views of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9(4), 369-406. 

Lan, Z., & Rainey, H. G. (1992). Goals, rules, and effectiveness in public, private, and hybrid organizations: More 

evidence on frequent assertions about differenc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1), 5-28.  

Ring, P. S., & Perry, J. L. (1985).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Implications of 

distinctive contexts and constrain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2), 276-286.  

Rojas, R. R. (2000). A review of models for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mong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11(1), 97-104.  

Self, P. (1977).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and politics: An enquiry into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of modern 

government (2nd ed.). Allen & Unw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意见:  

 

意见 1: 作者对“这三个原则不是“西方人设想的东方思维”, 而是有着深厚理论与思想渊源

的中国人辩证思维的总结。”的回应, 我的判断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支持“中国

人具有特有的心理现象与行为表现”  

回应: 感谢您对我们回应与修改的认可。 

 

意见 2: 有关《专栏》的旨意 1（中国人特有心理现象与行为表现）, 我想读者希望看到、

且令人信服的“特别之处”证据可能有 2 方面:   

i. 特别一 （领导理论之特别） 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为不一样, 是有中国特色的（结

果是: 有“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领导行为确实是不一样的行为”的证据）  

ii. 特别二 （文化之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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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国人有辩证领导行为、外国人没有辩证领导行为（理想状态）（结果是: 美国人也有辩

证领导行为。这种结果不理想但可以接受。可以在讨论中讲的理由是: 1）随着交流, 美国人

学会了; 2）原来大家都自觉地实践辩证领导行为, 但这种实践没有被人知晓, 现在被王辉用

中国思维总结、上升成理论）  

b) 中国人表现出辩证领导行为的程度 大于（多于）外国人表现出辩证领导行为的程度（结

果是: 中国人比美国人表现出更高分的辩证领导行为。即, 中美两国企业领导者在“适时调

整”、“恩威并施”、“权衡矛盾”、“整体管理”四个方面表现出了显著差异） 若同意“文化之特

别”的假设, 目前“3.4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量表效度检验(美国样本)”等的标题最好要改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设性建议。按照您的建议, 在本轮修改中, 我们调整了文章的结构, 希望

能够突出辩证领导行为的“特别之处”。我们将文章的第三部分内容调整为“辩证领导行为

与现有领导行为概念的区别及文化特色”。首先, 我们从理论论述方面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了

“假设 1: 辩证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矛盾型领导行为及愿景型领导行为存在相关, 

但又是不同的构念”, 然后, 我们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一假设, 体现了辩证领导行为的“领

导理论之特别”(在正文中的修改请见 pp. 9-11)。关于辩证领导行为的“文化之特别”, 我们

提出了“假设 2: 中国高层管理者比美国高层管理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辩证领导行为”, 实

证结果显示, 相较于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 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展现出了更高水平的辩证领

导行为。具体的, 中美两国企业领导者在“适时调整”、“恩威并施”、“权衡矛盾”、 “注重协

调”、“整体管理”五个方面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在正文中的修改请见 pp. 11-15）。针对为何提

出“中国人表现出辩证领导行为的程度多于外国人表现出辩证领导行为的程度”的假设（审

稿建议 2. ii. b)）, 而非“中国人有辩证领导行为、外国人没有辩证领导行为” 的假设（审

稿建议 2. ii. a)）, 我们也根据您的建议在正文中给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请参考正文 p. 12）。

希望我们上述的内容调整和扩充可以回应您希望我们突出辩证领导行为的“领导理论之特别”

与“文化之特别”的建议。 

 

意见 3: 有关《专栏》的旨意 2（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能帮助人们应对历史危

机）, 我想读者希望看到、且令人信服的“有利生存”证据可能是  

i. 中国人的辩证领导行为可以预测组织应对危机的绩效（已经有结果: 中国人的辩证领导行

为比变革领导行为更可以预测“疫情期间”的企业绩效\企业创新能力）  

ii. 美国人的辩证领导行为不可以预测组织应对危机的绩效, 或者美国人“预测组织应对危机

的绩效”不如中国人好（目前缺证据: 要么补证据、要么在讨论部分说明这种证据是有必要

的、但是本研究没有收集这种证据）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设性建议。按照您的建议, 我们将文章的第四部分调整为“辩证领导行为

的影响结果”, 以回应您希望我们突出的辩证领导行为具备的能表明“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

征与行为表现能帮助人们应对历史危机”的作用。此外, 如您所说, 我们只有证明中国企业

CEO 的辩证领导行为比变革领导行为更能预测对于企业应对危机十分重要的企业绩效与创

新能力的证据, 但是限于短时间内美国样本企业绩效数据获取的困难性, 我们目前没有实证

数据能够用来验证“美国人的辩证领导行为不可以预测组织应对危机的绩效, 或者美国人

‘预测组织应对危机的绩效’不如中国人好”。因此, 遵照您的建议, 我们在文章讨论部分的

研究局限与展望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 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建议（详见正文 p. 22）。 

 

意见 4: 总之, 作者和审稿人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提高稿件的质量, 若作为一般性投

稿, 我认为目前的版本是可以接受的。但若作为《专栏稿》, 文章显得过分庞大或冗余。如

果紧紧围绕以上逻辑架构（也可能不正确）重新提假设, 再精准、聚焦地改一稿, 我想文章

是可以被读者所接受、认同的。作者也可以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说清楚了。 特别地,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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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同所建议的逻辑框架, 可以不必面面俱到, 花太多笔墨回应所有审稿人的意见。比如, 

我对以下这段回应不甚满意, 有点不知所云:  其次, 尽管辩证领导行为基于东方辩证思维

的内涵而提出, 然而, 本研究通过中美样本的比较发现辩证领导行为在美国样本中也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 中美企业高层管理者都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辩证领导行为, 美国样本中高层

管理者的辩证领导行为也与组织有效性、战略柔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些证

据侧面说明: 第一, 不同文化情境下 (如, 中国、美国) 的企业高层管理者都看到了辩证领导

行为的工具性 (Instrumentality) ; 第二, 在中美文化情境中, 辩证领导行为都可以有效提高

组织战略柔性和组织有效性或企业绩效。这些证据为辩证领导行为的跨文化适用性提供了可

能, 但是还需要领导行为领域与跨文化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未来进行更多的实证检验。此外, 

我们也呼吁未来的研究在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中, 进一步深入探讨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结构

及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经营效果的影响及机制。更进一步地,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广

泛地探讨辩证领导行为与其他领导行为的相关与区别。其中, 除了本文中涉及的变革型领导

行为、矛盾型领导行为之外, 研究者可以着重探究辩证领导行为与家长式领导(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的关系。原因在于, 以往的家长式领导研究认为威权型领导与仁慈型领导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李艳等, 2013), 但是随着矛盾视角的流行(如, Zhang et al., 2017), “恩威并施”

也许将成为家长式领导相关研究的新趋势。因此, 对家长式领导和辩证领导行为中“恩威并

施”维度进行区分和比较对理解二者的独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起码, 我希望讨论和结论部分

要围绕、或者要包括以上 3 大点观点。 当然, 对这篇文章最终负责的是其作者, 作者如不认

同以上的判断, 可以提出异议, 也可以按照作者自己的思路来撰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传世文章。 

回应: 非常感谢编辑和各位审稿专家花费大量时间为我们提高稿件质量提出的建设性的修

改意见。在此轮修改中, 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对文章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以使文章内容

与专栏要求一一对应。具体地, 目前的文章结构为:  

1) 第一部分为引入部分, 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2) 第二部分为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和测量。在这一部分, 我们细化了辩证领导行为的内涵, 

并按照严格的问卷开发流程开发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测量工具, 为下文检验辩证领导

行为的概念与文化特色和影响做铺垫（详见正文 pp. 6-9）。 

3) 第三部分为辩证领导行为与现有领导行为概念的区别及文化特色。根据您提供的思路

（审稿意见 2）, 在这一部分, 我们首先对辩证领导行为和其他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

行为, 矛盾型领导行为, 愿景型领导行为）的异同进行了辨析, 并提出对应假设（假设 1）, 

呼应您提到的辩证领导行为的“领导理论之特别”。其次, 我们讨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

文化特色, 细致分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以及分别以东西方思维方式为主的中美

企业高层管理者在辩证领导行为表现水平上的差异, 并提出对应假设（假设 2）, 呼应

您提到的辩证领导行为的“文化之特别”。对应地, 我们运用实证数据对假设 1 与假设 2

进行了验证（详见正文 pp. 9-15）。 

4) 第四部分为辩证领导行为的影响结果, 呼应您的意见 3。具体而言, 我们提出中国企业

高层管理者的辩证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而企业

战略柔性在其间起到中介作用。运用实证数据, 我们同样对这一系列假设进行了验证

（详见正文 pp. 15-21）。 

5) 第五部分为文章讨论部分。 

6) 第六部分为文章结论内容。 

此外, 我们十分认同您提到的上一版本的文章十分庞大、冗余的问题, 因此, 在此轮修

改中, 我们将文章内容进行了精简。具体地,   

1) 考虑到文章最后对理论贡献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因此在文章“引入”部分删掉了对理论

贡献的阐述（详见正文 pp.5）。 



35 

 

2) 根据新的文章结构, 对文章的理论贡献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述（详见正文 pp.22-23）。 

3) 在文章“讨论”部分的“研究局限与展望”内容中, 删掉了您提到的“不知所云”的内

容（详见正文 pp. 23-24）。 

4) 重新梳理和修改了文章的中英文摘要的逻辑（详见正文 pp.4, pp.28-29）。 

5) 根据新的文章结构, 缩减了文章的篇幅, 去掉了冗余和庞杂的内容, 并去掉了附录一

（中文量表条目, 其已在正文表 1 中呈现）（详见正文 pp.8）。 

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 希望我们这一轮的修改能够回应您的意见和建议, 并满足

学报专栏对文章投稿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编委意见:  

该专栏稿历经 3 轮修改，光审稿意见与回复就长达 4 万 8 千多字。作者和审稿人都经历

了漫长和“痛苦”的历程，目前的版本已经较满意地回应我提出的 4 点修改意见，不仅大大提

升了稿件的质量也更加契合《专栏》的主旨，建议接受并优先安排排版。 

 

 

主编意见:  

本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概念的内涵、结构和测量方法，

从理论与测量两方面证明了概念的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从应用角度探究了辩证领

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关系，及企业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研究比较完整。在经过

多轮修改后，文章的逻辑较为顺畅，理论框架也更为清晰，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同意发

表。 


